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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执行摘要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电力供应过程中产生大量温室

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对气候和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实现中国双碳目标，

发展风电光伏为代表的间歇性零碳新能源发电技术是最主要技术路径。间歇

性新能源的蓬勃发展对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和适应性是一大新的挑战，对电力

系统低碳转型而言提出了更严峻的要求。此外，不合理的新能源空间布局将

不利于引导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考虑各区域、

各时间阶段新能源的碳减排效果，分析当前的投资格局与未来发展趋势。 

在建设以零碳能源为主的新型电网这一背景下，由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和能源基金会支持，组织相关学者完成了《中国间歇性新能源投资的低碳环

境协同效益评估》研究报告，旨在以中国区域电力系统为研究对象，识别间

歇性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效益的时空异质性，提出中国区域新能源投资空

间布局；识别新能源减排风险和影响机制，探究如何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和

储能投资提升间歇性新能源的减排效益，为推动全球化石能源替代、零碳能

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报告以中国电力数据为基础，在电改背景下分析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碳减

排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新能源投资环境价值评估基础上，重新构建中国区域

新能源装机和协同减排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的新能源资源进行差

异化的鼓励政策设计。最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储能技术对促进新能源高效利

用的影响，识别中国新能源高比例渗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政策优化方案。 

因此，能源转型过程中必须要找准定位，处理好区域异质性、间歇性新

能源出力不确定性等问题。不同区域在面临政策变迁和市场化改革时也存在

着明显的区别。为推进新能源高效、有序转型，本研究提出加快构建基于差

异化的新能源低碳环境减排能力的低碳战略和政策体系，确保新型电力系统

供应安全底线、支撑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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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歇性新能源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对的共同风险，全球

能源格局加速重塑，低碳转型任务艰巨。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了环境问题，

导致如今全球温室效应日益严重，能源供应也面临着短缺的挑战。从全球一

次能源结构历史变化来看，2010 年以来，煤炭等化石能源仍然是全球范围

内主要消费能源，除 2020 年因疫情原因出现大幅回落外，全球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近 10 年保持约 2%的年均增长率（图 1-1）。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持续增长，引发的气候、环境问题是当今研究热点。全球一次能源消耗的碳

排放由 2010 年的 324 亿吨增加至 2020 年的 354 亿吨；中国作为能源消耗

大国，能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达到 102亿吨（图 1-2）。 

 
图 1-1 1971-2020年全球煤炭、能源供需变化（数据来源：IEA） 

 
图 1-2 1990-2018年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碳排放（数据来源：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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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是关键的低碳发展路径。自上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全球气候问题，重视能源在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追求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追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有效利用能源

资源和降低环境污染。大量研究探讨了为实现温室气体削减目标，全球各国

所应采取的能源转型路径、速度和制定的能源环境政策，各国政府期望能有

效的降低本国经济的碳排放强度、实现碳排放总量的下降。这些研究探讨了

煤炭退役、新能源发展在气候变化减缓和能源转型中的作用，分析了各国所

需要的能源转型速度。具体措施包括燃煤电厂退役和推进风光为主的新能源

投资。 

一方面，世界各国共同倡议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提高对低碳新

能源的使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

上，气候协议首次明确提及化石燃料，呼吁各国逐步减少煤炭的使用。46个

国家以及 32 家企业和其他机构签署《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声明》，

承诺将逐步淘汰现有燃煤电厂。29 个国家签署《清洁能源转型国际公共支

持声明》，承诺除特定情况外 2022 年底前终止对国际无减排措施化石能源

项目的公共支持。 

另一方面，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替代技术，通过能源转型构建

起清洁、低碳、高效、智能的新型能源供应体系，保障可持续发展。进入 21 

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能源安全和构建绿色能源体系。奥巴马政府近

年提出“新能源计划”，欧盟强调低碳发展路线，日本出台阳光计划等政策，

大力推动新能源与节能科技发展。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清洁

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外交战略重点。中

国也积极响应巴黎协定，设置自主贡献目标。2021 年 3 月，习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指出“要

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2021 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严控煤电装机

规模，推动煤电向基础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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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能源主导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旨在发挥低碳和环境协同减排作

用。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技术代替传统化石能源技术，是降低碳强度、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率的主要技术路径，能够为实现全

球 1.5℃温控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因为煤电和天然气发电技术在发电过程

中会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而风电和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则不会造成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由于新能源装机的

增加，电力系统中火电总发电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的增加速度低于总电力需求

增长的速度，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呈现逐年降低态势（图 1-3）。 

 

图 1-3 2000-2020年全球发电的碳排强度（数据来源：IEA） 

在全球控制升温 1.5摄氏度背景下，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正在蓬勃发

展。2010 年以来，全球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由 79.7%逐年

下降到 2020 年的 71.4%，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则从 20.3%上升到 28.6%。根

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未来 20 年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能源需求总

量增长速度的两倍，在 2025 年，新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就将超过煤炭，

并且市场份额将出让给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预计到 2040

年，新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从 2020 年的 28.6%增加到 44%；2050 年

占全球发电装机比重分别为 29%和 48%（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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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0-2050年全球发电结构演变（数据来源：IEA） 

 

1.1 中国间歇性新能源发展困境 

全球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装机和发电量占比持续提升，但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新能源接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图 1-5）。在新能源渗透率、新能源

接入率、电源装机绿色水平和发电量绿色水平等多个指标方面，欧盟表现出

领先优势，超越了中国和美国。尽管中国在新能源接入率和电源装机水平两

个指标上领先美国，但在新能源渗透率和发电量绿色水平两个指标上，美国

占据领先地位。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发电量和渗透水平，以实现新

能源有效装机。 

自《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以来，中国非化石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水电、

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合计突破 9.0亿千瓦。2020 年中国稳居风电、光伏装机

容量第一。不仅装机容量在增加，而且，2021 年新能源发电量达到了 1 万

亿千瓦时。未来，在可再生能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投资成本下降的支持下，风、光等非化石能源将逐步从能源增量主体，进入

存量化石能源替代，最终成为主力能源。预计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

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千瓦以上。到 2050 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累计

装机将会超过 50亿千瓦。然而，不合理的新能源空间布局将不利于引导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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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如何在中国各区域电网上部署风

电和光伏发电机成为关键问题。 

 

图 1-5 2020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数据来源：UN-Energy） 

 

间歇性新能源资源禀赋与电力需求存在地理不均衡矛盾，导致新能源

电力消纳问题较为突出，需合理布局新能源在各地装机规模。中国的可再

生能源分布存在着地理不均衡问题，并非都集中在能源碳强度高、电力需求

高的省份。三北地区地势平坦，风能资源集中，是中国陆上风力发电量最多

的区域。据统计，2006-2020 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甘肃省和山东省 5个省的风力发电量占全国近一半（49.5%），三北

地区的风电需要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输送到东部沿海城市和工业区，但输送

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省际区域壁垒难以破除，风电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其

只能根据电力情况进行部分消纳，不能全额消纳，西北地区弃风率较高，2021

年新疆、甘肃和蒙西的弃风率分别为 10.3%、6.4%和 7%。并且，在国内原

有电力系统计划体制下，电力平衡以省为单位，难以破除的省际壁垒将国内

电力市场切割成 30 多个独立的省级电力市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风电立足

省内电力市场进行消纳，空间极其有限。此外，西北、华东和华北是我国光

伏发电量最高的地区。由于太阳能资源天然具有的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

叠加新增装机快速扩大等因素，弃光问题将长期存在。2021 年西藏弃光率

达 19.8%，青海弃光率达 13.8%。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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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措施，包括合理布局新能源在各地的装机规模、建设跨区域输电通道、加

强电力市场化运营等。此外，还需要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性，以满

足不同地区的电力需求，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能源投资的环境价值评估和分析，必须要纳

入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国不同区域和省份之间，传统发电机组的碳强度和污

染强度差异性很大。例如京津冀地区、广东地区、西南地区，就因为大规模

投资低碳火电机组或有大量的水电和天然气机组，电力的碳强度较低；相反，

东北等地区的火电机组效率不高、占比很高，电力的碳强度高。因此，无论

是被新能源替代的机组，还是用于平抑新能源波动的机组，都存在巨大的省

间和区域间差异。此外，各省的风电太阳能的资源量、出力曲线、不确定性

程度等多方面也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新能源在不同区域的碳减排能力、大

气污染物协同减排能力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因此，需要采用系统而完

整的中国电力经济数据，结合中国实际电力行业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研究

间歇性新能源发电的碳减排、环境效益及其时空异质性。基于对分地区和分

省新能源投资环境价值和未来新能源资源环境价值潜力时空演变特征的分

析，设计最优的新能源装机目标。 

间歇性新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特征，给电力系统乃至整个能

源部门都带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新型风险。由于风电、光伏的发电出力受

自然环境影响大，增加的新能源装机和使用将对我国的电网调峰和快速响应

带来严峻考验，短期表现为电力不平衡风险，中、长期则存在电量不平衡风

险。风能和太阳能的间歇性决定了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能像传统火力发电一样

稳定供应电力，故它们也不是零排放的发电方式，其间歇性大大增加了电力

系统的运行成本。并且，不同类型的新能源各自的发电效率不同，在同一区

域内如果出现发电能力差异较大的情况，会造成部分输电线路的阻塞，容易

出现弃电、缺电两种极端情况。此时，以大规模新能源并网的形式开发利用

新能源使得电力系统运行的风险大大增加。总之，新能源的波动性引起的电

力系统的不稳定性，对电网整体规划提出了挑战。因此，为了克服间歇性新

能源发电带来的风险，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强电力系统的调度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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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能源发电的储能系统等，从而实现间歇性新能源发电的可持续发展和

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A)中国风能区划分为丰富、较丰富、可利用、欠缺 (B)中国风能资源场分为荒原、高山、海滨风场 

 

(C) 全国水平面太阳总辐射最高可达 2100kWh/m2·年 （D）全国太阳辐射总量等级划分为四个级别 

 

图 1-6中国风电和光伏分布（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 1-7间歇性新能源示意图（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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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性大，各地电网结构、电源结构、负荷特

性等差异较大，在大力发展间歇性新能源时，应该立足于各地的具体情况制

定新能源装机计划，有序推进电力系统能源转型。目前，对于间歇性新能源

的投资方案的设计，需要同时考虑到新能源减排价值的时空异质性演化特征

和不确定性。 

 

1.2 市场化改革、储能发展对间歇性新能源发展的影响 

随着波动性较大、抗扰动能力比较低的新能源接入传统电网，传统电力

系统调节手段和控制方法都难以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需求，亟需电

源侧电源结构优化、储能技术等应对风险的措施。 

以储能为代表的能源时空转移技术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应对不可控、

不可预测的波动的影响（如图 1-8）。已有研究发现，储能技术拥有削峰填

谷的技术优势，也可以用来管理此类风险。因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等 9部门联合在《“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突出强调多元融

合的作用，着力构建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多元迭代发展新局面。而国家能

源局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在风电、光伏、水

电等波动电源主导的场景下，其自身平衡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巨大的储能需

求。因此，储能在电力消纳方面至关重要，将成为新能源建设的重要抓手。

发挥多时间尺度储能协同效应是管理间歇性新能源接入引发的系列风险、实

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后安全、高效的重要路径。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已投运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59.8GW，其中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 10GW，

同比增长 74.5%。尽管我国储能装机世界第一，但储能与风光新能源装机比

例不到 7%，低于 15.8%的国际平均水平。未来，将需要进一步探究如何发

挥储能对新能源低碳环境效益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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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储能发展示意图 （图片来源：NREL）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能源低碳化转型有其独特性：新能源发展

是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时发生的。这一特性，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没有的。根据 201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电改九号文”），这一改革将建设市场化的电力交易体系，用

以逐步代替现行的计划发电模式；同时推动电网调度从以“公平、公正、公

开”为目标的调度向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调度转变。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逐

步从政府命令主导的计划电力生产体制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电力经

济体制。 

因此，我国处于低碳转型、能源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三期叠加期，

需要考虑电力市场改革和低碳政策变化对新能源替代效果的影响。在新能源

比例升高的同时，低碳和环境政策不断推出，多能发电主体和储能运营主体

面临的成本收益结构也相应变化。因此，无论是分析多能融合还是储能促进

新能源消纳，还是设计风险管理的机制，都需要考虑由于体制改革和政策变

迁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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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电力市场改革发展历程 

 

 

撤销电力部
成立国家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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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网分离”
“9号文”第二次电改

售电侧放开

2015

发电

输电

配电

售电

国
家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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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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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
严格监管下自然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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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性用电：
镇街供电所

市场化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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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 售电公司 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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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路径批发/零售竞争单一买方纵向一体

政府定价 上网电价、销售电价
政府定价

计划性发电、输配电价、计划性用电，由政府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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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低碳和环境协同效益评估及布局优化 

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减排机制不仅取决于新能源本身对于不同碳排

放强度的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效应，而且取决于不同区域电力系统本身的传

统发电技术组合、需求特征以及调度方式。因此，在新能源发展中，需要考

虑到不同区域的环境状况、技术水平以及能源结构等因素，以便更好地实现

低碳环境协同减排效应。 

由于新能源资源禀赋差异和区域异质性，风、光装机的错位会降低其减

排效应。传统新能源投资，难以适应能源转型中对于能源资源和资产进行精

细化管理的要求，也难以引导新能源的精准高效投资，可能导致过多的将新

能源布局在减排能力有限区域的问题。在新能源发展中，需要考虑到区域异

质性，以便设计新能源装机的最优比例。 

本章通过电力系统日前经济调度，分析新能源在碳中和进程中发挥的低

碳环境协同效应，并揭示新能源碳减排和协同环境效益的时空异质性，基于

此，在新能源投资的低碳环境价值评估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新能源资源和资

产进行差异化的鼓励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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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新能源碳减排价值的布局优化建模 

本章搭建间歇性新能源接入电网的低碳及环境协同效益评估框架。首先，

基于电力系统经济调度模型，比较分析新能源接入电网与否、渗透程度如何

对电力系统碳排放的影响；其次，基于夏普利值算法构建风电和光伏减排效

应评估模型，探究不同种类间歇性新能源（风电、光伏）接入电网后碳减排

效应是否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进而分析异质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时空

演化态势；最后，进一步优化供需互配原则下风、光新增装机在各省的分布，

为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省）级尺度间歇性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市场

化”发展方案提供决策工具和科学依据（如图 2-1所示）。 

基于此，构建基于新能源碳减排价值的布局优化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是在考虑了碳减排目标后，如何有序推进中国风电、光伏在各省的装机规

模，既能保持经济高效性、又能推动电力系统低碳转型，并且用可控的、低

煤耗的边际机组来平抑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这一难题。于是，这项

研究从低成本协同减排视角出发，探讨 2030 年前中国风能、太阳能在各省

的装机布局。 

 

图 2-1 碳减排效益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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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减排效益评估方法 

首先，基于电力系统经济调度模型评估电力系统碳排放量。 

参照《可再生能源法》，未来风电、光伏发电量优先上网被使用；至 2030

年期间，各省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参照文献[143]的碳中和场景；在 2020 年至

2030 年期间，非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按比例扩张，符合《我国核电发展规划》、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提到的进一步扩大水电和核电发电能

力。在电网输电方面，我国建设了相当数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本文考虑在

研究期内不再扩大输电容量，区域间电网的传输能力保持与 2020 年不变。 

区域电力系统各类机组的机组组合可以归结为一个单目标优化的数学

问题。目标为提高区域内各类机组的调度经济性，减少燃料消耗。同时，所

考虑的区域电力系统内应包含多种类型能源机组，包括常规火电、风电、光

伏发电、核电和水电等，相对契合未来区域电力系统内能源的组合类型。基

于此，基于成本最小化目标的区域经济调度模型的目标函数定义如(2-1)所示。

其中决策变量是发电机 i 在第 d天的开/关状态的 0,1变量，用 表示，发

电机 i 在第 d天的启动的 0,1变量，用 表示，发电机 i 在第 d天的关机的

0,1变量，用 表示。 

其中，𝑐!"#和𝑐!
"$$

代表发电机 i 的启停成本； 表示单位火力发电

量的运行成本， 是单位煤耗， 是煤价。Equation Section 2 

  (2-1) 

从区域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营安全、稳定要求出发，设定区域多能源框架

下基于成本最小化目标的经济调度模型约束应包含区域容量约束、输电约束、

区域电力负荷平衡约束以及机组调度其他物理约束等几个方面： 

,i du

,i dy

,i dz

coco p×

co cop

( )co
, , , ,

1 ,
min
P,ε,u,y,z

k on off
i d t i i d i i d

k i d
co p P c y c z

=

× × + +å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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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电力系统中，每小时 t有 k种能源发电，公式(2-2)计算各种能源

种类发电量的总和。 

  (2-2) 

区域电力系统中各类机组的总出力水平应与需求侧的负荷需求保持平

衡，以维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在约束(2-3)中，以 1小时为时间间隔，每小

时内的发电量都需要满足当前小时的系统用电负荷，发电量和用电负荷保持

平衡。𝑃!,&,'是发电机 i 在第 t期第 d天的功率。𝐷(,&,' 为区域 l 在第 d天 t 时

的负荷。  表示区域 l 的电力流量。 

  (2-3) 

输电线路应防止过载，总功率输入/输出幅度受到限制。于是约束(2-4)为

每条传输线的功率限制。 

  (2-4) 

模型中增加公式(2-5)，通过有、无新能源多种情景分析新能源加入与否

对机组组合的影响，即 。这个变量不是二元决策变量，而是基于

不同情景设置的参数。当数值为 0 时，表示满足电力需求时无新能源出力。 

  (2-5) 

在经济调度框架下，区域电力系统中各类机组的出力范围应限定在其额

定最大出力范围内。因此，约束(2-6)包含了每个发电机的最大和最小发电限

制。 是第 i个火力机组的最大发电量限制， 是第 i个火力机组的

最小发电量限制。 

, , , , , ,
1 1

, , ,k k k
l d t i d t d t d t

k k
P P σ P l d t

= ¹

= + "å å

, ,l d tS

1
, , , , , , , , , , ,k k k
i d t d t d t l d t l d t

i
P σ P D S l d t= + = + "å

( ),max , , ' , , , ,max
'

, , ,l l d t l l d t l d t l
l

F S G P D F l d t-- £ = - £ "å

, 0 or 1k
d tσ =

, , , , , , 1k k k
d t d t d tσ P P d t k£ " ¹

,maxiP ,mi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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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此外，对于机组组合优化问题，需要确保每一个机组在同一时刻只能是

开启或者关闭的状态，刻画为公式(2-7)和(2-8)。并且，每一个区域至少有一

台火电机组在线做功，如约束 (2-9)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决策变量

均是 0,1二元变量，数学表达式为(2-10)。 

  (2-7) 

  (2-8) 

  (2-9) 

  (2-10) 

对于确定的机组组合，通过经济调度模型确定满足用电负荷的机组运行

方案。 

  (2-11) 

从区域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营安全、稳定要求出发，设定区域多能源框架

下基于成本最小化目标的经济调度模型约束应包含区域容量约束、输电约束、

区域电力负荷平衡约束以及机组调度其他物理约束等几个方面： 

区域电力系统中各类机组的总出力水平应与需求侧的负荷需求保持平

衡，以维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以 1小时为时间间隔，每小时内的发电量都

需要满足当前小时的系统用电负荷，发电量和用电负荷保持平衡。𝑃!,&,'是发

电机 i 在第 t 期第 d 天的功率。𝐷(,&,' 为区域 l 在第 d 天 t 时的负荷。  

表示区域 l 的电力流量。 

, ,min , , , ,max , , , , 1k
i d i i d t i d iu P P u P i d t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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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在区域电力系统中，每小时 t有 k种能源发电，每小时各种能源种类发

电量的总和为总供电功率。 

  (2-13) 

在经济调度框架下，区域电力系统中各类机组的出力范围应限定在其额

定最大出力范围内。因此，对于确定做功的机组设计最大、最小发电功率约

束。 

  (2-14) 

输电线路应防止过载，总功率输入/输出幅度受到限制。于是设定每条传

输线的功率限制。 

  (2-15) 

 

其次，基于夏普利值分解理论计算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碳减排效益。 

考虑到风电光伏出力特征差异，新能源减排效益评估不仅需要关注新能

源自身发电替代的火电机组，还应重视其他种类新能源发电时对其他新能源

替代效应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扩容约束，将机组运行情景设计为无风电情景、

无光伏发电情景，无新能源发电情景以及新能源出力情景 4类，如表 2-1所

示。 

1
, , , , , , , , , , ,k k k
i d t d t d t l d t l d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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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情景设置 

年份 情景描述 

2020年-2030年 

情景 1：无风电情景 

情景 2：无光伏发电情景 

情景 3：新能源出力情景 

情景 4：无新能源出力场景 

 

考虑系统运行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构建日前经济调度模型来分析增加新

能源装机的低碳环境效益。在所建立的电力调度模型上，考虑上述四种情景，

得到不同的机组组合和不同能源发电结果。基于这一结果计算煤消耗和碳排

放，ca 是单位燃煤的碳排放，C 是火力发电厂的总碳排放。 

  (2-16) 

基于现有文献，将碳减排量定义为因为新能源发电的增加而减少的火力

机组发电量，减少的机组煤耗，从而降低的电力系统碳排放量（ ）。单

位碳减排能力（ ）表示为单位新能源发电的减排量。 

  (2-17) 

其中， 表示目前的太阳能（风能）发电量。 

为了进一步区分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自身的减排能力，以及对对方减排效

益的影响，采用 Shapley值分解算法，并以加权求和的方式测算考虑新能源

技术之间互相影响之后各自的碳减排能力（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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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碳减排能力分解框架 

 

由公式(2-18)计算能源 l 的边际碳减排能力( )： 

  (2-18) 

其中， 代表联盟情景	𝑆下的碳排放（所进行的可再生能源联盟由

{风能}、{风能、太阳能}和{太阳能}组成）， 指不考虑能源 l 发电量

的碳排放。 

最后，基于公式(2-19)，计算每种新能源的碳减排能力。其中，能源 l 的

权重是(𝜔(𝑙))，计算公式为(2-15)。 

  (2-19) 

  (2-20) 

 新能源布局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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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电力系统新能源装机布局问题可以刻画成一个单目标优化模型。目

标为提升区域内风光互补的碳减排效益，提高各类机组的调度经济性，减少

燃料消耗，从而降低碳排放量。基于此，该模型考虑了不同区域新能源碳减

排效益异质性，并揭示了风电、光伏的最优装机比例。 

在模型中，考虑区域电力系统包含多种类型能源机组，包括常规火电、

风电、光伏发电、核电和水电等。其中，决策变量是发电机 i 在第 d天的开

/关状态的 0, 1变量，用 表示，发电机 i 在第 d天的启动的 0,1变量，用

表示，发电机 i 在第 d天的关机的 0,1变量，用 表示，风电、光伏装

机容量，用 和 表示。 

新能源布局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最小化火电机组组合的运行总成本，

包括火力机组的启停成本和运行成本。 

  (2-21) 

  (2-22) 

  (2-23) 

从区域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营安全、稳定要求出发，设定区域多能源框架

下基于成本最小化目标的经济调度模型约束应包含区域容量约束、输电约束、

区域电力负荷平衡约束以及机组调度其他物理约束等几个方面： 

在区域电力系统中，每小时 t有 k种能源发电，约束(2-2)计算各种能源

种类发电量的总和。 

  (2-24) 

,i du

,i dy ,i dz

W
tI

PV
tI

,
min

P,ε,u,y,z I up down coalc c- +

( ), ,
,

on off
up down i i d i i d

i d
c c y c z- = +å

co
, ,

1

k
coal i d t

k
c co p P

=

= × ×å

, , , , , ,
1 1

, , ,k k k
l d t i d t d t d t

k k
P P σ P l d t

= ¹

= + "å å



 

 20 

对于风电和光伏发电，输出功率共同受到现有容量和新建容量以及不断

变化的容量因素的限制。其中， 和 表示风电、太阳能输出功率; 𝐼!)*，

𝐼+*和𝐼,-* 火电机组，  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机组总容量， 和  是

累计风、光装机容量； 和  是风电、太阳能容量系数。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输电线路应防止过载，总功率输入/输出幅度受到限制。约束(2-31)表示

每条传输线的功率限制。 

  (2-31) 

每台发电机组的发电量都受到其技术极限的限制，因此使用约束(2-32)

限制每个发电机的最大和最小发电功率。  是第 i 个火力机组的最大

发电量限制， 是第 i个火力机组的最小发电量限制,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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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机组组合优化问题，需要确保每一个机组在同一时刻只能是

开启或者关闭的状态，刻画为公式(2-33)和(2-34)。并且，每一个区域至少有

一台火电机组在线做功，如约束(2-35)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决策变量

均是 0,1二元变量，数学表达式为(2-36)。 

  (2-33) 

  (2-34) 

  (2-35) 

  (2-36) 

 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章所用数据包括各种能源发电曲线、输电线路数据、各个区域火电厂

数据、电力需求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中国电

力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已发表文献[158]-[163]。 

通过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曲线和当年的装机容量，计算风

电和光伏发电的小时容量。在国网能源研究院对于新能源装机的预测方案基

础上，计算 2030 年前风电和光伏发电曲线。根据，按年增长率 4.6%的比例

扩大各省电力需求，获得 2030 年前每一年的电力需求曲线。基于此，部分

省份未来风光发电和净负荷曲线如图 2-3所示。根据我国核电建设进度，相

比 2020 年，2021 年我国投入在运核电机组数量同比增长 3.8%。在本报告

中，至 2030 年，按此比例扩大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

南的核电装机量。此外，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报告，2030 年总规模达到

4.5 亿千瓦，发电量约 1.45 万亿千瓦时。因此，在 2020 年水电基础上，以

1%的增长率扩大各省水电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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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中国火电厂能效提升仍在继续。因此，在环

境统计全国各区域电力系统火电厂数据的基础上等比例降低煤耗水平。2020

年全国火电厂平均煤耗为 305.5 克/千瓦时，2030 年全国火电厂平均煤耗为

276.1克/千瓦时。在我国每个区域电网中选取 1个省份，绘制火电机组的煤

耗强度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箱线图，见图 2-4。此外，1千克标准煤的碳

排放量为 2.499千克，标准煤价为 0.74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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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30年典型周负荷、风光出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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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0年机组煤耗和大气污染排放强度 

 



 

 25 

2.2 中国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异质性分析 

 全国新能源碳减排效益逐年变化趋势 

全国新能源碳减排量逐年上升，而单位减排能力下降。如图 2-5所示，

橙色柱状图表示新能源发电替代传统的火电机组而产生的碳减排量，黑色柱

状图表示无新能源替代情景下电力系统总碳排量，而灰色柱状图表示考虑新

能源替代情景后电力系统总碳排量。2020 年至 2030 年新能源的碳减排效益

逐年增加。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增加，新能源的减排量从 2020 年的 5亿吨增

加到 2030 年的 19.23 亿吨。2025 年，在满足 9.4 万亿千瓦时用电负荷时，

实际排放 36.67亿吨。其中，风电、光伏替代了传统火电机组发电量 1.8万

亿千瓦时，实现减排量 13.61亿吨，减排率为 27%。2030 年，在满足 11万

亿千瓦时用电负荷时，实际排放 43.62亿吨。其中，风电、光伏替代了传统

火电机组发电量 2.8 万亿千瓦时，实现减排量 19.44 亿吨，减排率为 30%。

结果表明，新能源发电比重上升，新能源的减排量上升，说明新能源的发展

有助于电力系统碳减排。原因是新能源发电替代了传统火电机组发电，减少

了传统火电机组发电的总煤耗，进而减少电力部门因发电而产生的二氧化碳。 

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增加，单位新能源减排能力逐年降低。由图 2-6所示，

每单位新增新能源发电的减排能力从 2020 年的 733 克/千瓦时减少至 2030

年的 526 克/千瓦时。新能源碳减排量随着新能源的投资扩容而逐年上升，

然而，新能源单位新能源减排能力随着全国各地新能源投资增多、新能源发

电比重增大而逐年减少。这是因为新能源发电替代的传统机组越来越清洁，

导致新增新能源的减排量下降。如图 2-7所示，新能源发电替代的传统机组

的煤耗水平与单位新能源减排能力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对比 2021 年美

国电力系统的排放因子（635克/千瓦时），发现我国传统火电机组的清洁程

度仍低于美国。由此可知，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过程中，落实能效提升政

策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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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0-2030年电力系统碳排放及其新能源减排量 

 

 
图 2-6 2020-2030年单位新能源减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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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20-2030年火电逐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单位减排能力的关系 

 

根据 IEA 2050 年净零排放的情景，全球经济需要在 2030 年前将能源强

度下降 35%。中国也承诺在 2030 年前将碳排放强度在 2005 年的基础上降

低 65%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提高火电机组效率已成为能源转型行动的首

要任务。未来，传统火电厂的煤炭消费强度将持续改善。因此，需要考虑能

效提升对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影响；探究如何提高能效，以促进电力系统向

低碳转型。根据 IEA 2050 年净零排放的情景，到 2030 年，全球经济的能源

强度将下降 35%。 

如图 2-8所示，蓝色柱状图表示能效提升导致的碳减排量，橙色柱状图

表示新能源发电替代传统的火电机组而产生的碳减排量，黑色柱状图表示无

能效提升和新能源替代情景下电力系统总碳排量，而灰色柱状图表示考虑能

效提升和新能源替代情景后电力系统总碳排量。能效提升政策使得 2021-

2030 年火电机组煤耗强度逐年降低，减少了电力产出所需的煤炭消耗量，

同时也达到了碳减排的效果，电力系统总排放降低。2025 年，能效提升的碳

减排量为 2.33亿吨，2030 年，能效提升的碳减排量为 5.71亿吨。受到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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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策的影响，新能源的总减排量略微降低。新能源减排量从 2020 年的

5亿吨增加到 2030 年的 17.56亿吨。2025 年，风电、光伏实现减排量 13.01 

亿吨，减排率为 23%。2030 年，风电、光伏实现减排量 17.56 亿吨 CO2，

减排率为 28%。需要注意的是，在双碳战略目标下，挖掘新能源替代和碳减

排的长效机制，提高新能源减排潜力，将有助于加快碳中和速度。 

 
图 2-8 2020-2030年考虑能效提升的电力系统碳排放及其新能源减排量 

 

风力发电的碳减排能力略大于太阳能发电，均逐年增加（图 2-9）。在

2020 年，新能源碳排放减少 481百万吨，风能和太阳能贡献 63%和 27%（303

百万吨和 178 百万吨）；2030 年，碳排放减少 1756 百万吨，风能和太阳能

分别贡献了 63%和 27%（1189 百万吨和 667 百万吨）。 

风电减排能力略高于光伏发电。然而，二者的单位减排能力趋于相似，

这也可以从图 2-10 中看出。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化的结果是由于风能发电时

间较长，替代的火力发电量也较高，使得风能具有较高的碳减排能力。光伏

装机容量大于风力装机容量远，在部分省份部分发电量无法被消纳，造成弃

风，使得单位碳减排能力偏低。研究表明，未来可以借助风电的长发电时长

和光伏的高效替代能力这些属性，优化新能源装机规模的时空布局，进一步

提升新能源的碳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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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风电光伏减排能力对比 

 

 

图 2-10 2020-2030年风电、光伏单位减排能力（单位：gCO2/KWh） 

 

 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省际异质性 

不同省份之间在新能源替代传统火电机组方面存在着差异，这导致了不

同省份的碳减排量也不尽相同。如图 2-11所示，黄色折线表示各省 2020 年

新能源的减排量，蓝色折线表示各省 2030 年新能源的减排量。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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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山东、新疆等地的新能源替代火电机组所带来的碳减排量更高，而

西藏、重庆和海南等地的新能源则相对较少。此外，如图 2-12 和图 2-13所

示，随着新能源投资的增加，新能源在各省的减排率逐年上升。同时，新能

源渗透在各省的减排率存在差异。天津、吉林、海南、青海和西藏的新能源

减排比率较高；相反地，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新疆的新能源减排比率

较低。新能源减排量存在差异的原因是新能源替代能够替代的传统火电机组

的占比和碳排强度不同。对于火电机组发电占比较高，且碳排强度较高的省

份，投资新能源能够降低的碳排放量更多。 

 

图 2-11 2020-2030年各省新能源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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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2020年各省新能源减排量及其占比 

 

 

图 2-13 2030年各省新能源减排量及其占比 

此外，新能源单位减排能力在各省存在差异。如图 2-14所示，颜色越

深表示该省份新能源单位减排能力越高。甘肃、云南、山西等地单位新能源

的减排能力较高，2020 年分别是 830 gCO2/KWh，807 gCO2/KWh 和 803 

gCO2/KWh，预计至 2030 年，三地新能源的单位碳减排能力分别为 400 

gCO2/KWh，631 gCO2/KWh 和 734 gCO2/KWh；相反，青海和福建等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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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的减排能力较低。其原因之一是区域电力系统新能源电力供应与用电

负荷匹配度不同。如果匹配度低，则表示电力需求和新能源电力供应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异造成供需不匹配情况，使得新能源发电集成到能源系统

难度加大，也降低了单位新能源的减排效果。随着新能源渗透率大幅提高，

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运行将面临更大考验，将导致对稳定电

网供需平衡的传统火电机组的需求的增加。新能源替代火电机组的能力受限，

以至于单位减排能力无法得到提升。 

 
图 2-14 2020-2030年各省新能源单位减排能力 

随着新能源比例的提高而碳减排单位减排能力逐渐降低在各省的表现

也有所差异。原因分析如下：首先，各省新能源禀赋不同，新能源不能满足

用电负荷的水平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新能源不能满足用电负荷的水平越高，

单位碳减排能力越低。也就是说，电力需求和区域新能源发电能力之间存在

供需不匹配问题，使得区域新能源发展不平衡，替代机制发挥不稳定。其次，

各省传统火力机组清洁化程度不同，新能源发电替代的碳减排量不同。伴随

着机组清洁化程度的加深，新能源的单位碳减排能力逐年下降。研究发现，

现存火力机组碳排放强度越高的省份，单位碳减排能力越高（如图 2-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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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最后，各省传统火力机组发电占比不同，随着新能源装机量的增加，

新能源在各省的减排速度不同。研究发现，火力发电占比越高的省份，新能

源单位碳减排能力越高（如图 2-16所示）。 

 

图 2-15 2020-2030年现役火电机组碳排强度 

 

图 2-16 2030年火力发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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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风电光伏减排效益有所差异。风电单位减排能力的下降速率大于

光伏发电单位减排能力的下降速率，且各省风电、光伏的单位减排能力变化

不尽相同。从时间维度来看，山东、宁夏和新疆等省在单位风力发电的碳减

排方面表现较好；而贵州、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份在单位太阳能发电碳减

排方面表现较好。净负荷与新能源出力的小时匹配度是导致新能源单位减排

能力省份有差异的直接原因。从能源种类来看，对于重庆、贵州等地来说，

风电能够替代更多高碳、高需小时的火电机组发电，避免煤炭燃烧产生的碳

排。而对于山西、甘肃等光伏单位减排能力较高的地区来说，光伏的高发电

小时与高碳小时匹配度更高。并且，风力装机容量远高于当地实际需求，部

分风力发电无法上网也是导致单位风电减排能力低的原因之一。 

减排能力的区域间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际减排值的差异，而边际

减排值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区能源结构和能源密集度（火电机组

每千瓦时煤耗）以及小时负荷匹配度。基于此，需要调整各省风电、光伏装

机速率和规模，以便实现各区电力系统快速的低碳转型。 

 

图 2-17 2020-2030年各省新能源减排能力（单位：M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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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2030年各省新能源单位减排能力（单位：gCO2/KWh） 

 

 风光互补与新能源碳减排效益提升 

风电光伏发电存在时间上的互补特性，因而共同出力场景时的减排能力

与其单独出力情景时的减排能力存在差异。结合国网能源研究院风光规划报

告[143]给定新能源 2030 年总的装机容量情景，发现各省风光互补与否和风光

互补对新能源减排能力的提升程度有所差异。 

在 2030 年，内蒙古风电的减排量在风光共同出力情景下更高。通过

小时匹配度分析，发现内蒙古地区风能与太阳能发电分布几乎完全相反，

此时风电与太阳能发电具有明显协同效益。与内蒙古类似的情况出现了：

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这 4个省也出现了风能和太阳能的协同效益。这

主要是由于新增的风电、光伏装机能有效上网、满足当地电力需求，风光

互补能降低新能源出力与电力需求之间的小时错配率。这 5个省份的风光

互补产生的碳减排效益提升效果存在差异。风光越互补，越能够替代更多

的火电机组，减少更多的碳排放。若风电和光伏发电曲线完全相反，则表

现出最高的碳减排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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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2030年各省风光互补程度（如果数值大于 1，表示风光互补的减排增效） 

 

2.3 碳减排角度风光投资分析 

 中国新能源的碳减排最优空间布局 

大量研究表明，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采用新能源替代技术是可行的。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 40 年中，会新增很多风电、光伏装机。因此，项目以中

国 31 个省份为例，通过新能源布局优化模型，测算中国各省风光装机碳减

排最优比例，向电力部门的管理者提供环境影响分析和部署建议，旨在促进

实现更平稳、更高效的能源转型。 

本研究分析了给定新能源总的装机容量和国网能源研究院关于风光规

划报告[143]中一致的情景下，以碳减排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各省风、光装机比

例。图 2-20给出了 2030 年，各省新能源碳减排最大化的风光比例。全国风

电和光伏发电量占比分别为 67%和 33%。该结果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

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按照总用电需求和风光利用小时评估的风光累计

装机容量有一定的差别。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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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144]，在风电和光伏累计装机比例为 6：4 时，总的新能源累计装机需求

最小。该比例与碳减排最优目标下的电源结构存在差异，需要明确以碳减排

最优为目标，更精细化地指明中国各省 2030 年前风电、光伏累计装机规模，

推进电力系统高效、经济低碳转型。 

 
图 2-20 2030年风光累计装机比例 （累计柱状图表示优化后的风光装机比例，蓝点表

示国网能源研究院关于风光装机比例） 

各省的风光装机比例存在差异，具体分为风电主导型、光伏主导型和

风光发展均衡型。河北、山西、内蒙古等 17个省份属于风电发电主导型省

份，河南的风光建设速率趋于一致，北京、天津、黑龙江等 13个省份均具

有较高的光伏装机比例，原因之一是光伏发电的曲线与当地用电需求曲线

匹配度高，增加光伏装机的比例能够更好地替代火电机组，减少煤耗和碳

排放量。因此，在这些省份侧重光伏装机占比，有利于发挥新能源的碳减

排效益。对于风光发展均衡型省份而言，风电和光伏装机比例相似，同步

推进风电、光伏装机量，能够发挥风光互补作用，提升新能源的碳减排效

益。对于风电主导型省份而言，由于风能的资源禀赋优势，内蒙古、安徽、

三北等地以构建大基地的形式，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此外，在

优化传统陆上风电的基础上，大力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山东、江苏、

的海上风电资源，推进风电在中国能源体系比重的上升，进一步促进中国

能源行业的绿色发展和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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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减排最优的新能源空间和电源结构比例与现有规划比

较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对于新能源装机的预测方案基础上，考虑新能源与当

地负荷匹配度之后，风光装机比例变化较大的省份包括内蒙古、黑龙江、云

南和新疆等。在碳减排最优的情况下，广东、海南等地的风电装机应较预测

情景适当减少，光伏发电装机可适当增加。在高耗能且需求曲线与光伏发电

曲线相似，或者承担着电力外送的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太阳能资源，因地制

宜促进太阳能利用，鼓励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和就近

消纳。相反地，对于内蒙古、黑龙江、重庆、云南等省份，减少光伏装机，

适当利用已有水电和未来的风电资源。各省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累计装机见图 

2-21 和图 2-22。最后，在表 2-2 中，对比了各省风光装机比例优化后各省

新能源的减排效益。结果发现，优化新能源在中国各省的空间布局后，能够

实现 17.82亿吨碳减排，提升新能源减排效益约 0.3亿吨。通过调整各省内

新能源装机，能够提升风电减排效益约 11.9%。该结果表明以碳减排最优为

目标的电源结构比例调整的必要性。 

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考虑到中国各省风光资源禀赋和风光减排效

益的异质性特征，本研究进一步探究新能源（风电、光伏）电站在中国各省

的开发建设秩序，如图 2-23所示。结果发现，优化新能源在中国各省的空

间布局后，能够实现 19.57亿吨碳减排，提升新能源减排效益约 2.01亿吨。

通过调整各省内新能源装机，能够提升风电减排效益约 11.4%，提升光伏发

电的减排效益约 31.6%。该结果表明新能源空间布局优化，有利于加快形成

高减排效益的省份领跑，低减排效益的省份适时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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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2030年风电累计装机规模 

 
图 2-22 2030年光伏累计装机规模 

 
表 2-2 装机比例优化后的碳减排效益 

 优化后 优化前 改善比例 

风电 1330 MtCO2 1189 MtCO2 11.9% 

光伏 452 MtCO2 567 MtCO2 -27.4% 

新能源 1782 MtCO2 1756 MtCO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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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2030年新能源空间优化布局 

 
表 2-3 空间布局优化后的碳减排效益 

 优化后 优化前 改善比例 

风电 1211 MtCO2 1189 MtCO2 1.9% 

光伏 746 MtCO2 567 MtCO2 31.6% 

新能源 1957 MtCO2 1756 MtCO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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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效益 

在 2020 年，新能源的碳减排量达到了 5亿吨，减排率为 12.4%。同时，

它还减少了 5.8万吨的 SO2、3.8万吨的 NOx 和 1.8万吨的 PM2.5，减排比

例分别为 12.1%、11.76%和 9.6%。预计到 2030 年，新能源的碳减排量将达

到 17.6亿吨，减排比例将达到 30.9%。这相当于节约化石燃料（折算为标准

煤）7.1亿吨。同时，预计将减少 20.8万吨的 SO2、13.7万吨的 NOx 和 6.1

万吨的 PM2.5，减排比例分别为 27.5%、28.1%和 23.1%。 

将全国分为不同地区，测算各省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减排差异。如图

2-24所示，圆环由内到外分别是 SO2、NOx、PM2.5 和 CO2的减排量，单位

分别为百万吨、百万吨、万吨和亿吨，圆环中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省份。甘

肃、山东、江苏、湖北和河北省的 SO2 减排更高；江苏、甘肃、内蒙古、上

海、天津地区的 PM2.5 减排更高；山东、宁夏、甘肃、重庆、内蒙古的 NOx

减排更高；内蒙古、辽宁、上海、宁夏、山东的 CO2 减排更高。从 CO2、

SO2 和 NOx 这三种减排量来看，内蒙古、山东和甘肃省的减污降碳效果较

好。从 CO2 和 PM2.5颗粒物这两种减排量来看，内蒙古和江苏的协同减排

效果更好。然而，西藏、青海和海南等地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减排量较低。 

不同区域电力系统电源结构不同、火电机组煤耗水平和污染排放系数不

同。新能源对于化石能源占比较高的地区而言，有着显著的减污降碳效果。

在成本最小化的经济调度目标下，随着新能源的加入，新能源首先替代煤耗

较高的机组。为了保持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运行，保留部分

备用火电机组进行调峰，而这些被替代的火电机组和依然发电的火电机组的

污染排放系数并非和煤耗系数一致，也就导致各省减污降碳协同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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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2030年中国各省新能源低碳环境减排量 

如图 2-25 和所示，由于新能源投资的增加，华北电网 2030 年能够实现

大约 5百万吨的 SO2减排，3百万吨的 NOx 减排，以及 4亿吨的 CO2减排。

华中电网实现大约 4百万吨的 SO2减排，220万吨的 NOx 减排，以及 2.6亿

吨的 CO2减排。西北电网实现大约 350 万吨的 SO2减排，240 万吨的 NOx

减排，以及 3.3亿吨的 CO2减排。华北、西北电网的减污降碳效果较好，南

方电网和东北电网的新能源减污降碳能力较低。上述结论的可能原因是华北

电网的电力需求水平较高，新能源能够满足的电力需求更多，协同减排价值

较高；西北电网火电机组占比大，新能源替代传统火电机组时替代的更多的

是煤耗高且空气污染程度高的机组，使得新能源减污降碳能力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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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2030年中国各大电网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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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节与政策建议 

 本章主要结论 

（1）由于忽视新能源巨大的异质性，导致目前的风光规划存在两种错

配，即空间和结构层面的错配。 

风电投资空间错配严重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北、福建、广东和甘肃等，

在现有规划[143]中增加内蒙古和河北的新能源装机，减少福建、广东和甘肃

等地的风电机组；光伏投资空间错配严重的省份包括云南、新疆、青海、广

东等，即在现有规划[143]中增加云南、新疆等地的光伏发电机组，减少内蒙

古、四川等地的光伏发电机组。电源结构错配的较严重的省份包括四川、云

南、内蒙古、黑龙江，其中风电错配的比例达到 67%，60%，37%、31%。

余下十分之一的省份的电源结构错配比例超过 20%。应调整这些地区的电

源结构，增加风电机组投资力度；光伏装机占比不足的省份，包括福建、重

庆和江西，应增加这些地区的光伏发电机组投资力度。 

（2）空间和电源结构的错配削弱了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减排能力。 

2030 年，新能源装机的空间和结构错配造成总计约 2.3亿吨的额外碳排

放，约占中国电力系统 2030 年碳排放量 5%。结构错配造成额外碳排放约

0.3亿吨，空间错配约 2亿吨。另外，错配的缓解仍能通过省际间输电网络

的优化，本研究没考虑省间交换结构优化后新能源的碳减排能力，将作为进

一步的研究方向。 

 

 低碳环境协同减排异质性视角下重新审视现有低碳能源

转型政策 

对新能源碳减排和协同减排异质性的分析，揭示了现有低碳能源转型

政策和规划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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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光发展的鼓励政策趋向同质化，没有因时、因地、因技术地

根据实际单位减排能力和实际减排贡献进行差异化的鼓励机制设计。 

目前的政策关于风光电价、绿证交易的设定具有同质性。具体而言，2021

年 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指出，新建风电、光伏项目不再通过竞争性方式形成具体上网电价，直接执

行当地燃煤发电基准电价。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可调节性差的特征，在

电力系统中与燃煤发电并不‘同质’，因此其上网电价执行燃煤发电基准价，

本质上仍考虑了电价补贴。然而，不同省份燃煤基准价高低差异大的诱因是

煤炭价格成本差异，会产生同样投资规模的风、光项目，在平价上网政策下

价格不同的现象。然而，在执行各地燃煤发电基准价的情况下，新能源减排

价值在未来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现行燃煤标杆价（基准价）并不能准确

反应风光绿色价值差异。这意味着“平价”上网的风光电价按照当地燃煤标

杆价而非实际减排贡献来衡量，对于高减排价值的地区存在不公平，因为这

种措施仍补贴低煤价地区的新能源项目，而非高减排价值地区的新能源项目。 

此外，2023 年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的《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

出，1 个绿证对应 1000 度可再生能源电量，每一张绿证的产生或交易，就

意味着有 1000 度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已经上网或者消费。然而，本研究发

现新能源的碳减排效益差异化很明显，即统一的绿证定价不同真实的反应新

能源的绿色电力价值。若忽视新能源实际减排贡献的异质性，容易造成绿证

市场的不稳定性及交易量不足等问题。因此，对于去补贴后风、光“平价上

网”仍需要差异化的鼓励政策，应该根据实际单位减排能力和减排贡献，因

时、因地、因技术进行差异化的鼓励，以避免政策同质化造成的不公平等连

锁反应。 

（2）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的价值性存在差异，然而目前的政策并未针

对不同污染物制定具有经济激励性的政策，而是采用了统一价格的绿证交易

制度来解决。 

在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方面，目前只有统一的定价，即 1

个绿证对应 1000 度可再生能源电量，每兆瓦时的绿证价格为 7元左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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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统一的绿证交易价格不能充分反应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效益的成本与效

益。本研究发现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若绿证交

易价格不考虑各省新能源的实际减排价值，将不利于推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的买卖，不能完全适应大气污染物减排和温室气体控制双重要求，不

能完全引导绿色电力消费。为了弥补经济激励上的不足，应充分考虑包含绿

色电力价值后的风电上网电价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之间的差额，宏观调控各

地绿证交易价格。 

（3）现有规划中只考虑风光资源禀赋量，没有考虑其减排能力，特别

是非风光发展基地省。 

越是资源条件好、建设成本低、投资和市场条件好的地区，越倾向于在

本地新建新能源项目；反之，其他地区为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则倾向于更多地外购而非全部自建新能源项目。此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

局发布《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

鼓励按千万千瓦级组织建设风光大基地项目。然而，此规划考虑的是在风光

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投资建设新能源机组，而非考虑新能源减排价值的区域异

质性，可能导致资源禀赋不高，但减排效益较高的省份的新能源机组投资缓

慢，未能充分发挥其低碳环境价值，整体减缓了电力系统低碳转型速度，以

及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实现速度。应根据当地新能源的实际减

排效益，鼓励并推进减排价值较高的地区的分布式新能源机组建设。 

（4）现有规划中没有考虑新能源装机比例问题，只有针对装机量规划

目标的政策建议。 

此前，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共有北京、福建、甘肃等 29省/市发

布“十四五”期间风、光装机规划目标，预计新增 752.284GW。现有的规划

明确指出满足当地可再生能源消纳标准的新能源累计装机总量目标，但并没

有考虑其实际减排效益，即忽视了最优新能源装机结构对中国碳排放量和碳

排放强度降低这个双重目标的贡献。若忽视我国电力行业在低碳化进程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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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多区域”和“多能源主体”等特征，可能存在某些地区新增新能源装

机不能适应当地用电负荷，无法完全转换为实际减排效益的风险。因此，在

大力投资风光发电机组的背景下，应详细规划各省新能源装机结构。考虑碳

减排最优的各省电源结构能够加速电力系统快速、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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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区域异质性的新能源碳减排不确定性评估 

风电、光伏发电属于波动性电源，其不确定性给系统稳定运行带来了严

重的安全隐患。由于间歇性新能源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发电量的波动，

影响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当间歇性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时，为保证电网安全运

行，可能导致系统旋转备用容量大幅增加，极大降低了间歇性新能源并网的

经济性和减排能力，因此含间歇性新能源发电的电力系统的不确定性问题成

为调度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厘清含间歇性新能源的电力系统的碳减

排能力和减排风险成为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重要问题。 

由于区域用电需求存在差异，风电、光伏发电波动对于各省电力系统的

影响存在差异。为平抑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决策者需要改变机组

调度方案，而调峰、调频火电机组的有效利用水平低，反向降低了区域新能

源替代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因此，在新能源发展进程中，需要考虑到区域不

确定性的异质性，以便更好地设计新能源投资计划。 

目前针对提高系统环保性、降低碳排放的相关研究中，同时兼顾新能源

并网给系统带来不确定影响的经济调度模型相对较少。因此，本章提出考虑

新能源不确定性的低碳经济调度模型，分析风电、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和间歇

性引发的碳排放的不确定性以及碳减排风险。基于评估结果，提出差异化的

风险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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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评估模型 

本章研究风电、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如何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不确定性这

一问题，基于此，探究风电、光伏发电的碳减排风险。碳减排风险评估包括

三个模块，见图 3-1。 

首先，构架新能源发电情景生成模型，基于历史发电数据，预测未来中

国不同区域新能源发电曲线，同时表征新能源发电不确定性的特征属性；其

次，基于电网经济调度模型，测算二氧化碳排放不确定性，这一过程将新能

源发电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不确定性；最后，根据多

个抽样情景下电网二氧化碳排放的分布，进一步评估新能源碳减排风险。 

 
图 3-1碳减排风险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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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预测出力的不确定建模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不同情景，我们可以更好地捕捉风力发电的随机性，

进而分析风力发电不确定性及其低碳环境效益。蒙特卡洛方法是能够有效地

捕捉风力发电不确定性的方法。在每个抽样方案中，我们会随机产生每小时

的风力发电水平，以此形成联合分布函数。在某些时段，风力发电会超过预

期水平，而在其他时段则会低于预期水平。风力发电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碳排

放量的波动。这意味着每个蒙特卡洛方案都考虑了风力波动对年度碳排放的

影响。 

根据相关文献，本章假设每个地区的小时风力发电符合正态分布，两个

连续小时的风力发电的联合分布可以由其边际分布和相关系数描述。相邻风

电场的风能既不独立也不完全分布。然而，由于市场内风电场的数量很大，

基于中心极限定理，假设这些分电场独立和同分布，那么，同一市场内的风

电场的总发电量可以产生一个正态分布。因此，采用正态分布假设。后一小

时的风力发电分布（Wh+1）与前一小时的风力发电分布（Wh）有关，函数式

如下： Equation Section (Next) 

 

  (3-1) 

其中， 和 分别表示前一小时边际分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和 分别表示后一小时边际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ρ表示两个相连时刻的

相关系数。因此，根据 h小时风力发电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可以通过以下公

式计算下一时刻条件分布的期望值 和标准差 ： 

  (3-2) 

( )( )21 1 1
11 2 22 2

11

/1( ) exp
2 (1 )2 (1 )

h h h h h h
h hh h

hh

W W
f W W

µ rs µ s
s rps r

+ + +
++

++

ì ü- - -ï ï= -í ý-- ï ïî þ

hµ hs 1+hµ

1+hs

1ˆ +hµ 1ˆ +hs

1 1 1ˆ ( ) /h h h h h hWµ µ rs µ s+ + += + -



 

 51 

  (3-3) 

每小时的风能按时间顺序进行抽样，根据其边际分布，随机抽取第一小

时的风电功率表示为 W1；一旦第一小时的实际风功率采样完毕，就根据公

式(3-2)和(3-3)校准第二小时的风力发电的条件期望值 和条件标准差 σ2。

之后，对第二小时的风电功率 W2进行随机抽样，重复这一过程以获得第三

小时的风力发电功率。在连续抽样过程中，如果一些风电功率数据值小于 0，

则需要将其修正为 0。整个年度的小时风功率用 表示。利用电力市场

5 年历史值（2016-2020 年）[159]拟合出每一年对应时段第 t小时风电的期望

和标准差。此外，中国各省份之间的一阶自相关系数是不同的，自相关系数

范围大致在 0.95-1.00之间。 

由于光伏电站出力受到光照等气候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因此要对其不确定性进行描述。根据大量统计结果表明，光照辐射强度在一

定时间内（一小时或几小时内）服从 Beta 分布，而光伏出力与光照辐射强

度线性相关，光照辐射强度服从 Beta 分布，所以光伏出力也在一定时间内

服从 Beta 分布。根据我国 2021 年 28个省全年逐时光伏出力标幺值数据[159]

以及各省的光伏装机容量得到其光伏出力，根据光伏出力和辐照强度的关系，

用光伏出力数据除以各省辐射效率和辐射面积即可得到各省逐时辐照强度

数据，进而得到辐照强度标幺值，拟合分布参数和形状参数，得到辐照强度

的 Beta 分布，利用式(3-8)得到光伏出力场景。 

基于各地区 2021 年全年每小时的光照辐射强度数据得到其Beta概率分

布参数，建立光伏出力的概率模型，通过从光伏出力的 Beta 分布中随机抽

取 1000 个场景来表征光伏出力不确定性，每个场景都包括从其光伏出力分

布中取样的各小时光伏发电量。本文假设各地区每小时的光照辐射强度都符

合 Beta 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如下： 

( )( )0.52 2
1 1ˆ 1h hs r s+ += -

2µ

{ }Hhh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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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5) 

其中，𝛼为光照辐射强度的形状参数；𝛽为光照辐射强度的分布参数；

为该时刻光照强辐射强度的标幺值； 为 t 时的光照辐射强度； 为最大

光伏辐射强度。 

光伏辐射强度 Beta 分布的参数可由实际辐照强度数据拟合得到，参数

计算公式为： 

  (3-6) 

其中，𝜇为当地光照辐射强度的期望值；𝜎为当地光照辐射强度的标准差，

可由实际数据计算得到。 

可通过辐射强度概率分布得到光伏出力的概率分布，二者关系如下： 

  (3-7) 

  (3-8) 

其中， 为光伏电站出力； 为光电转换效率；S 为太阳能辐射有效

面积。 

 

 

max

= tγγ
γ

γ

tγ maxγ

pv pv
t tP γ Sη=

max( )pv pvP f γ Sη γ=

pvP p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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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量不确定性评估模型 

新能源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通过干扰电力系统中机组组合而影响电力

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当每小时的新能源发电量在不同的水平上时，会产生

不同的发电计划。假设市场上有 N个常规发电机，第 h小时的净需求（即需

求减去其他零碳电力供应）用 Lh表示。求解得到 qih，即发电机 i 在 h小时

内的发电量。 

在得到风力发电情景 后，通过成本最小化的电力调度模型来求

解发电计划 ，数学模型如下： 

  (3-9) 

其中，ci/MWh 是由热率和燃料价格决定的边际燃料成本，Tih代表火电

机组发电机 i 在 h小时的发电量。因此，h小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

其中 ei 是发电机 i 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因此，所有火电机组碳排放表示为

，受风电发电量 影响。在所有蒙特卡洛情景中应用成本

最小化的电力调度模型评估每个场景下碳排放。 

同理，在得到光伏发电系列 的情况下，通过成本最小化的电力调度

模型来安排发电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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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在风电、光伏出力均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基于风电、光伏发电数据

和 ，通过成本最小化的电力调度模型来安排发电计划 ，电力

调度模型如下： 

  (3-11) 

 新能源碳减排风险评估模型 

本章在计算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时，采用了 99%的置信区间来排

除最极端的情况。再基于δ-风险定义，以分位数为限衡量超额碳排放风险。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准确地计算出风险值，从而更好地评估新能源的可

行性。 

具体来说，我们通过将 99%置信区间的宽度除以二氧化碳排放分布均

值来计算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计算公式如（3-12）所示。其中 εx是二

氧化碳排放分布的 x-分位数。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衡量新能源的碳减排效果

的不确定性，并为能源转型的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12) 

3.2 中国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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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演变趋势 

随着间歇性新能源在电源结构中比例的增加，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由

2020 年的 2%，增长到 2030 年的 7%（如图 3-2所示）。当系统内新能源发

电占比较低时，系统中的电力供应主要由煤电等化石燃料发电设备提供，系

统单位小时的碳排放将处于稳定的高位；因此，即使在负荷水平较高地区，

新能源替代火电机组所能够带来的系统减碳量仍然是有限的，新能源波动引

发的减排风险水平低。当系统中新能源发电占比水平处于高位，且风、光资

源均较为丰富时，系统单位小时排放量处于较为稳定的低位，此时，新能源

波动所能够引发的新能源碳减排风险同样有限。 

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不确定性，使得风电、光伏发电的碳减

排量处于 16.43亿吨到 17.56亿吨之间。我国电力系统更加清洁和可持续的

能源结构迈进，但同时也需要关注间歇性新能源发电波动对其碳减排能力的

影响，基于此设计差异化的风险控制策略，以实现更大的碳减排效益。 

 

图 3-2新能源碳减排风险 

虽然全国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逐年增加，但风险水平处于低位。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天气等因素是导致部分地区间歇性新能源发电

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被其他受影响较小的地区的

碳减排量所抵消，从而降低了全国层面的间歇性新能源发电碳减排风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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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能力在电力需求小的地区稳健性更高，碳减

排风险越小。因此，随着间歇性新能源发电量的增加，全国范围内因间歇性

新能源发电波动导致的减排风险逐年上升，但风险水平并不高。另一方面，

间歇性新能源发电波动可能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些地区

可能会出现风力减弱的情况，而其他地区可能会出现风力增强的情况。这种

差异化的影响是全国碳减排风险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机组煤耗差异大会转换为长期减排风险，而高火电发电结构会抵消部

分短期风险。碳密集度差异大的发电结构将导致风力波动转化为更高的碳

排放风险，并且逐渐增加的负荷将加剧这一影响。煤耗机组边际煤耗差异大

的，碳减排风险更大。例如，浙江、江苏、山西、四川等地燃煤发电量相似，

而四川机组煤耗差异大，为此碳风险较高。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机组之间煤

耗差异越大，在高需求小时里会调用一些低效率火电机组保障电力供应安全，

这样会增加碳减排，因而间歇性风电的减排风险会变大。此外，火电机组占

比越高的省份，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越小。因为，火电机组占比较高

的发电结构会抵消因间歇性新能源发电波动而产生的碳减排风险。例如，青

海的燃煤发电量低于河南、广东、浙江、安徽等地，碳减排风险却高于这些

地区。 

 风电、光伏碳减排风险演变趋势 

风电的碳减排风险水平持续低位，但逐年增长。根据 2020 年的数据显

示，全国风电的碳减排风险率仅为 1%。但是随着风力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

高，碳减排风险率将在 2030 年达到 3%。这意味着，在 2020 年，中国电力

部门发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34.91 亿吨。如果考虑到 1%的碳减排风险，

电力部门发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将增加至 35.25亿吨（图 3-3）。预测到 2030

年，风力发电将能够实现 3.06%的碳减排风险（图 3-4）。尽管风力发电的

碳减排潜力巨大，但由于其不确定性较高，我们预计其碳减排量将在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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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之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投资来进一步提高风力发电的可

靠性和效率，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碳减排目标。 

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减排风险不超过 4%，但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

不断提高，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也会相应升高。特别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如雨雪、大风、雾等，风电发电量会受到各地风速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从而

导致风电的发电效率大大降低。考虑到风电发电量的不确定性，风电的实际

替代效果可能会被削弱，其碳减排能力也可能达不到预期值。因此，在能源

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效果最

大化，从而实现更高效的碳减排。 

 

图 3-3风电发电量与电力系统碳排放量 

 
图 3-4风电的碳减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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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的碳减排风险逐年增长，且高于风电的碳减排风险。2020 年，全国

光伏发电的碳减排风险率为 1%，这意味着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中国电力系

统的碳排放量为 34.91亿吨。然而，如果存在风险，光伏发电的碳排放量将

会增加至 35.34亿吨，比风电的碳排不确定性高 900万吨。随着光伏发电渗

透率的增加，光伏发电的碳减排风险将增长至 2030 年的 3.88%。这意味着，

预计 2030 年的碳排放量为 43.41 亿吨。但是，由于光伏发电的不确定性，

碳排放量有可能增加到 45.10亿吨，比风电的碳排不确定性高 3700万吨。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中的不断普及，新能源碳减排风险也随之增

加。这主要是因为太阳能发电受到日照和太阳辐射强度的影响，如果在电力

需求较大的时间段内无法进行光伏发电，电力系统就需要依靠火电机组来保

障电力供应，这就会增加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降

低这种风险，例如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储能技术，以便在光伏发电不足时提供

备用电力，从而减少对火电机组的依赖，降低碳排放。 

 

图 3-5光伏碳减排不确定性分析 

3.3 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的区域异质性 

全国范围内的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分布呈现出倒 U 型的趋势，

对于全国风险的评估不能简单地将省级风险进行线性加总求和。因此，需要

关注省级层面的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值，这些值与国家层面的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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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值相比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例如，一些低清洁能源比例、火电大省，

如安徽、浙江和广东，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低，减排不确定较小。

相反，像甘肃这样的省份，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高，气候不确定

性可能会限制这些省份发挥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效果。因此，在能源转型

中，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注重省级层面风险评估，以实现更加有效的碳减排。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碳减排风险率逐年上升，但减排风险的差距

逐渐增大。2020 年各省风险率在 1%-28%区间内，2030 年在 3-44%区间内

（图 3-6 和图 3-7）。随着风力发电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各

省份在面临风电波动带来的减排风险时也随之增加。以甘肃为例，当风力发

电渗透率为 28%时，减排风险率为 10%；而当渗透率增加到 98%时，减排

风险率则达到了 31%。此外，通过比较吉林和新疆这两个省份在不同风力发

电占比下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当风力发电渗透率达到 40%时，吉林和新

疆的风电碳减排风险分别为 17%和 13%。 

 

 

图 3-6 2020年减排风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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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30年减排风险分布 

 

此外，光伏发电在减排方面存在着倒 U 形曲线的关系（见图 3-8 和图 

3-9）。目前，中国各省的光伏减排风险仍处于倒 U形曲线的顶点左侧，即

随着光伏渗透率的增加，光伏的减排风险也会增加。具体来说，在光伏发电

偏低的省份，由于负荷需求主要由火力发电提供，因此小比例的光伏发电对

当地电力系统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导致减排量变化的程度较小；同时，这

些省份的火力发电占比较高，碳排放基数也较大，因此光伏减排风险相对较

低。相反，在光伏发电偏高的省份，光伏发电对当地电力系统碳排放量的影

响较大，因此光伏减排风险相对较高。综上所述，光伏发电在不同省份的减

排风险存在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措施。 

面对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的区域异质性，我们对省际之间差异进

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间歇性新能

源发电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存在地区差异性，这也导致了新能源的替代效果存

在地区差异。其次，间歇性新能源发电与当地负荷的匹配度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如果间歇性新能源波动处于高碳排、高需求小时时间段，就会调用更多

火电机组，导致电力系统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反之则会导致较低水平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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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间歇性新能源发电不足发生在不同

的时间和地区，即使是相同水平的风电渗透率也会引发不同程度的碳减排风

险。这些差异需要我们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加以考虑，以便更好地实现碳减排

目标。 

最后，全国范围内的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分布呈现出倒 U 型的

趋势，对于全国风险的评估不能简单地将省级风险进行线性加总求和。因此，

需要关注省级层面的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值，这些值与国家层面的碳

减排风险值相比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例如，一些低清洁能源比例、火电大

省，如安徽、浙江和广东，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低，减排不确定

较小。相反，像甘肃这样的省份，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高，气候

不确定性可能会限制这些省份发挥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效果。因此，在能

源转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注重省级层面的风险评估，以实现更加有效

的碳减排。 

 

图 3-8 2030年光伏的减排风险与新能源渗透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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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030年光伏的减排风险与新能源渗透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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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节与政策建议 

 本章主要结论 

碳减排不确定性作为体现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区域特征非常突出。

由于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存在区域差异，新能源发电量的不确定性

导致碳减排风险也具有巨大的整体和局部的异质性以及空间异质性。 

（1）新能源碳减排整体风险水平低，但逐年增长。 

随着间歇性新能源在电源结构中比例的增加，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由

2020 年的 2%，增长到 2030 年的 7%。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波动

性和间歇性，使得风电、光伏发电的碳减排量处于 16.43亿吨到 17.56亿吨

之间。在 2030 年前达到 7%，这一不确定风险就影响中国碳达峰的总量，即

由于新能源发电波动，导致电力部门碳排放峰值在到 43.41亿吨到 46.45亿

吨区间内。当系统内新能源发电占比较低时，系统中的电力供应主要由煤电

等化石燃料发电设备提供，系统单位小时的碳排放将处于稳定的高位，新能

源发电波动对碳减排量不确定性的影响有限。当电力系统中新能源发电占比

水平处于高位时，存在风光发电占比较高时，如果中国各省同时出现风速不

稳定、辐射强度不足的情况，会导致各地新能源的碳减排不确定性提高，进

一步扩大个全国层面碳减排风险的提高。因此，若不考虑省间新能源碳减排

风险的相似性（同步性），可能低估了全国碳减排风险。需厘清新能源发电

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碳减排风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2）由于中国各省的新能源碳减排不确定性存在差异。 

省际间风电碳减排风险与新能源发电量之间呈现倒 U 形关系。随着风

电渗透率的提升，各省碳减排风险率上升，且省际间减排风险的差距逐渐增

大。2020 年各省风险率在 1%-28%区间内，2030 年在 3-44%区间内。随着光

伏发电渗透率的提升，省际间减排风险的差距也逐渐增大。2020 年各省风

险率在 1%-32%区间内，2030 年在 2%-94%区间内。面对间歇性新能源的碳



 

 64 

减排风险的区域异质性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间歇性新能

源发电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存在地区差异性，这也导致了新能源的替代效果存

在地区差异。其次，间歇性新能源发电与当地负荷的匹配度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 

（3）碳达峰后的整体下降趋势并不会是平滑的、反而有可能经历上升

下降的起伏阶段。 

若忽视省际间碳减排量的不确定以及相关性，将不利于准确刻画中国电

力系统碳排放（碳减排）曲线。当电力系统中新能源发电占比水平处于高位

时，存在风光占比高和非风光的清洁能源占比高两种情景。随着火电发电占

比的降低，新能源受当地火电机组煤耗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小；相应地，新能

源波动引发的减排风险逐渐受制于当地的清洁能源结构。于是，本研究评估

了中国各省新能源碳减排风险，通过理清碳减排风险的影响机制，明晰了各

省新能源渗透逐渐增加背景下碳减排量起伏的下界。 

（4）碳减排不确定风险的省间差异巨大，体现了各省碳减排目标实现

具有差异化的不确定风险。 

在火电占比较高地区，新能源替代技术所能够带来的系统减碳量是有限

的，新能源波动引发的减排风险也是有限的。相反地，当电力系统中新能源

发电占比水平处于高位时，存在风光占比高和非风光占比高两种情景。对于

非风、光资源均较为丰富的省份，电力系统的碳排放量处于较为低位，此时，

新能源波动所能够引发的减排量波动占总排放比例较大，此时碳减排风险较

高，而对于风、光资源丰富，且发电占比较高的省份，新能源发电波动引发

的减排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对于低比例新能源渗透情景下，火电占比较高

的省份的新能源减排目标实现的难度系数小，然而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

这些省份新能源碳减排风险逐渐增加，因此碳减排目标实现的不确定风险增

加。而对于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高的省份，新能源碳减排的波动性较高，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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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碳减排指标的不确定风险也较高。在极端情况下，就容易出现拉闸限电、

限产停产等不合理现象。 

 不确定异质性视角审视低节能减排相关政策 

（1）减排指标分解和年度考核模式不适用于具有区域差异的中国电力

系统平稳推进碳减排目标。 

此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指出，优化总量

减排指标分解方式，污染重的地方承担更多减排任务。改进总量减排核算方

法，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然而，这种减排工作责任分配忽视了间歇性

新能源碳减排的不确定性。本研究发现全国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水平

较低，但省际间差异较大。一些低清洁能源比例、火电大省，如安徽、浙江

和广东，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低，减排不确定较小。相反，像甘

肃这样的省份，其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碳风险较高，新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限制这些省份发挥间歇性新能源的碳减排效果，使得该省无法实现当

年减排目标。基于《“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制定的各省减排指

标分解方案，将有利于低清洁能源比例、火电大省加速落实新能源替代、煤

电退役行动；然而却不利于水电/核电渗透率高的省份推进间歇性新能源的

发展，原因是随着间歇性新能源在这些地区渗透率的提升，新能源的碳减排

效益会被不确定的风速和辐射强度而削弱，使得这些地区面临无法实现总量

减排指标的风险。综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间歇性资源禀赋和波动特征差

异巨大，碳减排指标分解有不同程度的“一刀切”问题，无法真正做到因地

制宜。 

尽管中央目前已采取了考核周期延长等完善措施，但各级政府仍面临着

指标考核的压力，“行政指标的计划性”与“企业经营的市场性”之间依旧

有着无法化解的矛盾。政府制定季度甚至月度的考核目标，再把减排指标传

导至辖区内的重点企业，例如火电企业。然而，火电企业的运营遵循着市场

规律，不仅受到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

性特征影响，短期内各项指标表现（如能源消费总量、能耗强度等）经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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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幅度较大，很难达到行政计划所要求的持续稳定下降的趋势。在极端情况

下，就容易出现拉闸限电、限产停产等不合理现象。综上，已有的行政主导

的政策机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层层分解的计划考核指标与市场经济发展的

要求背道而驰，仍未从根本上调度各基层政府的减排积极性，需进一步完善

各基层政府年度考核机制，给与各基层政府差异化的考核指标和激励方案。 

（2）现有规划针对风光大基地建设的方案没有考虑间歇性新能源发电

不确定性的风险分散。 

目前风光大基地建设快马加鞭，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已经发布了第

一批和第二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

清单的通知。本研究结果发现宁夏、青海、甘肃等地新能源碳减排风险最高，

这些均在风光资源最为丰富的“三北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当前“风光大

基地”建设的主要开发地区。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是减缓中国电力系统

低碳转型的速度。 

（3）缺乏用于风险分散的省际能源交互和配套的风险市场设计。 

目前风光大基地项目外送绿电的关键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

端的燃煤基准价，即要求送端风光电力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

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大基地外送项目经济竞争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此

外，如果当地风速合适、光照好、新能源碳减排不确定性小、上网电价相对

比较高，投资储能将获得经济收入。而对那些燃煤发电基准价较低、新能源

减排风险较高的省份，这时候再要求配储能，将会产生经济损失。因此，如

何平衡好经济性和合理收益，关系到风光投资能否长久发展，省际能源交互

和储能配套的相关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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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市场改革对新能源协同低碳环境效益的影

响评估 

自 2015 年起，中国启动了电力部门的根本性改革。这一改革旨在将中

央计划、平等、公正的电力调度转变为以经济为导向的竞争性电力市场。电

力市场改革前，中国的电力调度属于配额计划和平均主义监管计划，旨在保

证运行中的发电厂具有平等获利的机会。改革后的电网运行将追求电厂发电

总成本最低，并且只会受到电力系统物理约束的限制。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

将全面重新定义决定电厂如何获得市场份额的规则，这有可能改变中国电网

发电的碳强度，同时也影响新能源减排的有效性。 

现有的新能源投资效益评估模型一方面大多基于市场机制，缺少对于中

国部分区域仍维持的平均主义计划体制的仿真模拟，难以还原真实的新能源

低碳环境效益。为此，本项目将聚焦于电改前后，间歇性新能源的环境协同

价值变化，系统性构建电力市场改革对新能源投资碳减排效益和不确定性的

影响，提出差异性的新能源鼓励政策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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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电力市场改革前后电力系统调度模型 

 计划调度模型 

在中国电力市场改革之前，每个省份的电力系统调度都采用计划发电的

方式。这种方式下，每个发电厂的年度配额会根据每月系统需求的预测按比

例分配到每个月。因此，如何以最佳方式实施每月配额就成为了计划调度下

机组组合优化问题。本节将其建模成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当前的系统运

行旨在以最佳方式实施火电机组配额并遵守机组平等的法规。所建模型可以

确定每个发电机的每日开关状态。并且，做功的发电机的容量必须足以满足

每天的峰值需求。通过限制每日峰值需求平衡要求，计划调度模型将电厂实

际出力与每月配额的差值以及发电机开关频率降至最低。 

计划调度模型的目标是最小化机组组合变化的机会成本。目标函数中的

配额差的系数是政府设定的每兆瓦时发电量电价，火电机组开关的系数是发

电机的启动成本，这些系数反映了改变机组组合计划对发电厂的机会成本。

Equation Section (Next) 

  (4-1) 

电网中每个节点每小时需要维持供需平衡，因此增加供需平衡约束(4-2)： 

  (4-2) 

利用约束(4-3)表示每小时旋转储备要求。它呈现出向上和向下调节的储

备能力。旋转备用约束要求发电故障时能够快速提供的同步容量。传统旋转

备用以常规机组为源，按负荷百分比配置。其中，旋转储备的值记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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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每条输电线路的功率限制如约束(4-4)所示： 

 

  (4-4) 

每台发电机存在最大最小发电量限制，如约束(4-5)所示：  

  (4-5) 

发电机每个时刻只能有启动或关闭其中一种状态，因而增加约束(4-6)-

(4-7)： 

  (4-6) 

  (4-7) 

在传统计划调度体制下，每台发电机开启后具有最少开机时间限制，关

闭后也存在最少关闭时间限制，于是增加最低开/关日限制约束(4-8)-(4-9)： 

  (4-8) 

  (4-9) 

需要保证每个发电厂至少一台发电机满足在线要求，因此增加约束

(4-1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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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调度体制下，实行配额制调度模型，如约束(4-11)所示： 

  (4-11) 

其中，p 是超出配额的处罚系数，这里使用电价；𝑢!,&是发电机 i 在 d 

天开/关状态的二进制变量；𝑦!,&是发电机 i 在 d 天启动的二进制变量；𝑧!,&

是发电机 i 在 d 天关闭的二进制变量；𝜀!,&,'. 是正配额冲突的松弛变量；𝜀!,&,'/

是负配额冲突的松弛变量；𝑃!,&,'是发电机 i 在 d天时段 t 的功率；𝐷!,&,'是

节点 i 在 d 天时段 t 处的负载需求；𝑇&
0123是一天 d 的高峰时段 ；𝑇&

"$$0123

是一天 d 的关闭时间；𝑟4是旋转备用率；𝑃!,567是发电机 i 的最大功率；

𝑃!,589是发电机 i 的最小功率；𝐹3,567是联络线 k 的传输能力；𝐺3/!是 k线到

总线 i 的发电转移分布因子；𝑇!,589"# 是发电机 i 的最小天数；𝑇!,589
"$$

是发电机

i 的最短关闭天数；Φ:是发电厂 j 中所有发电机的集合；𝑄!,567是发电机 i 的

最大月配额；𝑄!,589是发电机 i 的最小月配额；∆𝑇是小时间隔。 

 经济调度模型 

根据 2015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九号文件，其中规定了中国能源

部门改革的原则，电力批发市场的发展允许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命令来统治

电力系统。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文件，

对电力市场改革的细节进行了界定，这些文件计划依次废除配额制度以及所

有相关的配额执行和寻求平等的条例。 

电力市场将采用基于成本的招标来组织市场，在电力市场，机组组合将

确定每台发电机的每日开关状态，以便在满足估计需求的同时将每月总成本

降至最低。在此过程中，电网运营商预测每天电力需求，电网运营商仍需保

证每天有足够的发电量来满足预测的峰值需求。在电力市场改革后，以成本

最小化为目标，优化机组组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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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其中，𝑐!)是发电机 i 的发电成本；𝑐!"#是发电机 i 的开机成本；𝑐!
"$$

是

发电机 i 的关机成本。 

电网中每个节点每小时需要维持供需平衡，因此增加供需平衡约束

(4-13)：  

  (4-13) 

每条输电线路的功率限制如约束(4-14)所示：  

  (4-14) 

每台发电机存在最大最小发电量限制，如约束(4-15)所示： 

  (4-15) 

发电机每个时刻只能有启动或关闭其中一种状态，因而增加约束(4-16)

-(4-17)： 

  (4-16) 

  (4-17) 

 

综上，表 4-1总结计划调度模型和经济调度模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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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计划调度与经济调度模型对比 

模型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目标 

配额 配额偏差 P � 

运行 

机组启停和燃料成本 � P 

每小时容量系数同质化目标 P � 

环境 碳税成本 P P 

约束 

物理 

机组出力约束 

P P 

功率平衡约束 

火电机组爬坡约束 

火电机组最小开关机时间约束 

输电网络物理约束 

公平性 

火电机组出力配额约束 P � 

机组间启停次数无差异约束 P � 

机组启停频率平等化约束 P � 

自用机组开启约束 P � 

政策 可再生能源配额约束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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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改前后电力系统投资-调度两阶段优化模型 

电改后，不需要考虑配额分配，具有最小边际成本的机组优先发电。在

一定的投资预算约束下，如何实现各类投资规划项目效益最大化，成为政府、

电网企业关注的一类问题。因此，本章投资-调度两阶段优化模型的目标函

数是经济成本最小化，成本包括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燃料成本、启停成本

和碳税）。机组调度阶段则为了确定每个发电机开/关状态以及每个发电机

的每小时发电量。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𝐶;#<表示火电机组的投资成本，𝐶= + 𝐶>? + 𝐶*@A + 𝐶B表示单位机组典

型周运行成本，w 是净现值换算系数，𝜇C01和 y 分别表示设备的贴现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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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𝐺D1#表示不同容量的火电机组，𝑁!,D1#是风能和太阳能的装机容

量，𝐼E!#&和𝐼0<分别表示第𝜅年度投资当量系数。 

每小时的功率输出受特定技术可用总容量的限制。对于火电机组，功

率输出不应超过总装机容量，也受到机组运行状态的限制。对于风能和太

阳能发电，输出功率共同受到现有容量和新建容量以及不断变化的容量因

素的限制： 

  (4-25) 

  (4-26) 

  (4-27) 

其中， 𝑃&,'+  𝑃&,',- 表示风电、太阳能输出功率; 𝐼!)*，𝐼+*和𝐼,-* 表示火

电机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机组总容量；𝐼!)，𝐼+和𝐼,-是新建机组容量；

𝐼!,F) ，𝐼F+，𝐼F,- 是火电机组、风电机组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的现有容量; 𝛼'+和

𝛽',-风电、太阳能容量系数。 

可再生能源的配额作为约束条件体现在模型中。在模型中引入可再生能

源配额约束条件，以保证发电计划在满足电量平衡等条件下能够满足配额需

求、实现风电、光伏发电有序消纳。需要说明的是：可再生能源配额一般是

按年分配，在调度时需要将配额指标分解，在投资-调度两阶段模型中考虑

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配额约束（4-28）。 

  (4-28) 

其中，𝛼G1#是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要求的百分比，该要求同时考虑了当

地电力需求和净出口，是一个非负变量。𝑄G1#表示未达到新能源渗透目标的

惩罚。其中，𝜎G1#是未满足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的惩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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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平衡和系统可靠性约束如公式（4-29）所示，其中，𝑃&,'H 和𝑃&,'(!#1表示

省份的需求和净功率交换量。 

  (4-29) 

此外，每小时功率平衡通过应用全套配额约束和灵活性约束（最小开/关

时间，斜坡，最小和最大输出水平，储备约束）来实现火电机组调度优化。

因此，在模型中设置灵活性约束(4-30)。 

  (4-30) 

其中，𝑣&,!,' 是第 i 类火电机组在典型天 d 时间 t 时运行状态的二元变

量，𝑃!,589) 𝑃!,567) 表示第 i 类火电机组的最小和最大输出，分别为装机容量的

50%和 100%。爬坡约束见公式(4-31)-(4-32)。其中，𝑅!
I0和𝑅!&"E#是第 i类火

电机组向上/向下爬坡功率，M 表示无限大的数。 

  (4-31) 

  (4-32) 

利用二元变量表示机组开/关时间约束公式如下： 

  (4-3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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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投资-调度模型示意图 

与电改后电力系统投资-调度两阶段优化模型相比，电改前中国每个省

份的电力系统调度都是实行计划发电，每个发电厂的年度配额根据每月系统

中用电需求的预测按比例分配到每个月。因此，电改前是基于计划调度的机

组组合优化问题（图 4-1）。 

基于计划调度的两阶段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是最小化电力系统的总成

本，包括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4-35)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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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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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4-41) 

𝐶;#<表示火电机组的投资成本，𝐶C01表示单位机组周运行成本，w 是运

行层的净现值换算系数，表示年运行的等效系数，𝜇C01和 y 分别表示设备的

贴现率和使用寿命。𝐺D1#表示不同容量的火电机组，𝑁!,D1#是风能和太阳能

的装机容量，𝐼E!#&和𝐼0<分别是𝜅年度投资当量系数。 

除了电改后投资-调度两阶段优化模型中提到的约束条件外，电改前还

需要考虑配额约束。在现实世界中，一旦每月需求预测发生变化，每月配额

就会更新。如果每月需求的新预测高于先前的预测，则每个火电机组的月度

配额将按比例进行调整。 

  (4-42) 

其中，𝑄!是发电机每月配额，	 𝜀&,!,'. 和𝜀&,!,'/ 表示单位实际输出和配额之间

的正负偏差。只有当一台机组的实际功率输出与定额量之差小于或等于 2%

时，该机组的定额实施才算合格。因此，最小月发电量为𝑄!,589 = 0.98𝑄!，

最大月发电量为𝑄!,567 = 1.02𝑄!。 

 

4.2 电改对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价值的影响 

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新能源的减排量。具体来说，市场化改革将导致新能

源碳减排能力每年减少约 4%，这一点可以从图 4-2 中看出。这意味着，2020

年电改前的 513百万吨的碳减排能力已经下降到了电改后的 493百万吨。随

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到 2030 年，电改后新能源碳减排量将从 1839百万

吨下降到 1766 百万吨。这一趋势可能会对新能源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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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要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以确保新能源的可

持续发展。此外，如图 4-3所示，到 2030 年，电改前新能源替代技术预计

减少 23.42万吨的 SO2、15.08万吨的 NOx 和 6.51万吨的 PM2.5。与电改后

大气污染物减排量相比，电改使得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量降低约 4%。 

市场化改革降低了单位新能源发电的减排量。如图 4-4 所示，2021 年

每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的碳减排能力从电改前的 0.705 吨下降到电改后的

0.677吨。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2030 年，电改后单位新能源碳减排能

力从电改前的 0.677吨/兆瓦时下降到 0.601吨/兆瓦时。 

电改前是根据发电小时数分配额度，决定哪些燃煤机组发电、发多少电。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无论该燃煤机组效率如何，都会按比例失去部分

市场份额，因此，电改前新能源减排价值为临界机组煤耗强度。而根据电改

后拟合结果可知，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燃煤效率较低的机组优先退役，

此时新能源减排价值可以用平均煤强度表示。基于现有机组煤耗数据分析，

全国平均煤耗低于边际煤耗，因此电改后新能源减排价值较低。 

 
图 4-2 电改前后对新能源碳减排能力的影响（CWM：经济调度；CPO：计划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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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电改前后对新能源环境协同减排能力的影响（CWM：经济调度；CPO：计划调

度） 

 

 

图 4-4 电改前后对新能源单位减排能力的影响（CWM：经济调度；CPO：计划调度） 

电力体制改革对全国减排效果的影响存在差异，各省份的变化程度也不

同。在江苏省，电力体制改革后，该省单位新能源的减排能力得到了提高。

研究发现，江苏省在高需求时段会启动部分低效燃煤机组。通过对比边际煤

耗和平均煤耗，发现在计划调度背景下煤电机组边际煤耗为 732g/KWh，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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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电力需求时，经济调度的平均煤耗为 752k/KWh。因此，江苏省的电力

体制改革和新能源渗透具有协同减排增效的作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京津

冀地区、广东、内蒙古、甘肃、江西、宁夏、上海、山西、新疆、云南等 14

个省份，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电改的协同作用更加明显。综上，电力市场

改革后，市场化机制比政府计划指令的系统性更强，造成“发电-碳排放”

的关系可能呈现两阶段线性关系，进而可能改变现行机组运行结构，从而影

响了新能源的碳减排价值。 

4.3 电力市场改革对新能源减排风险的影响 

虽然电改降低了全国新能源布局的单位新能源的减排能力，但也降低了

碳减排风险（图 4-5）。到 2030 年，电改前的碳减排风险大于电改后的碳

减排风险。电改前，除了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的不确定性外，还存在火电

机组选择的不确定性，因此，新能源的碳减排风险更高。 

 

图 4-5 2020年和 2030年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 
（CWM：经济调度；CPO：计划调度） 

虽然电力市场改革整体降低新能源减排风险，但也局部增加了部分省份

的碳减排风险，例如江苏省和甘肃省等（图 4-5）。电改后的碳减排风险大

于电改前的碳减排风险。电改后，新能源碳减排的不确定性源于电力系统中，

高需求小时调用了煤耗效率低的临界机组。当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且电力需求

量增加时，当地调用了一些低效率高煤耗火电机组，其值大于其他已用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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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煤耗，导致满足电力需求的单位煤耗增加，因此，电改后，存在新能

源出力不足导致的碳减排风险变大的风险。 

 
图 4-6 2020-2030年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风险 

 

4.4 电力市场化改革对新能源投资的影响 

 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电力系统装机结构更清洁 

电力市场的引入使机组的调度更加灵活，减少了对高成本的火电小机组

投资和调度。也就是说，电力市场化改革引导电力系统向更清洁、更高效的

系统转变。如图 4-7 所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使新增火电装机比例降低了

0.81%-27.48%。在电力改革之前，虽然小型火力发电机组的运营成本更高，

但在应对可再生能源的可变性、间歇性特征方面比大型火电机组更加灵活，

因此，在电改前，小型火力发电机组被广泛投资和调度。而在电力市场改革

后，火电机组的调度更加灵活，因此会大大减少投资建设这种高成本的小火

电机组。因此，电力市场改革提供了火电机组效率，使得电力系统装机结构

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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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因省份而，而异省际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当地电力结构。本章将 6个省分为 3类进行分析，分别是显著减少型（安徽

和新疆），投资组合变化型（辽宁和云南）和轻量减少型（广东和山东）。

对于显著减少型省份，电力市场化改革后，安徽省和新疆省新增火电装机容

量分别下降 29.36%和 43.57%。虽然在市场化前后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都会被

投资，但仍达不到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目标（IRPS 为 20%），这表明安徽

省需要从其他省份输入可再生能源以满足 IRPS 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增加

的用电负荷只能通过火功率输出来满足；因此，火电机组的投资可以达到总

投资容量的较高比例。由于电力市场的自由化可以提高传统火电机组的运行

效率，因此电改后火电机组装机容量下降。对于新疆省来说，现有的风能和

太阳能普及率已经达到 17.92%，只需要少量的风电来满足 IPRS 的要求。并

且，由于火电机组成本低，在没有政策约束的情况下，投资火电机组是满足

负荷增长的最佳方式。 

 

图 4-7 电力市场改革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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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讨电力市场改革对电力调度中机组组合的影响，本章比较

了变化最大的安徽和新疆两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典型一天的电力调

度结果。如图 4-8所示,左图和右图分别表示中央计划内电力运行调度（CPO）

和电改后经济调度（CWM）的结果。火电机组的类型根据容量分为 4 类，

用不同颜色显示。不同类别机组的发电量通过覆盖面积的大小进行比较。虚

线填充部分表示无电源的机组容量。右上角的数值表示总装机容量。通过比

较图 4-8 左图和右图的小时平衡曲线，发现电改后区域新增火电装机减少

了。 

在安徽省，电力改革减少了对大型火电机组的投资，因此现有的中小型

机组被充分调动起来以满足负荷需求。在新疆，除了充分调动中小型机组外，

660 兆瓦的火电机组因为燃料成本低成为电改后场景下调用的主要发电机

组。虽然 660兆瓦机组的投资成本略高，但它的运行成本更低，灵活性更高。

因此，在电改后经济调度下，该系统仍然倾向于使用 660 兆瓦的火力机组。

此外，市场化改革后，安徽省的机组容量系数从 38.49%增加到 46.86%，新

疆的容量系数从 56.28%增加到 63.03%。这一增长解释了电力改革提高了火

电机组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了新增火电机组装机容量。 

 

图 4-8 安徽和新疆典型日的发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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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改背景下低碳政策促进新能源投资 

本节继续探究电力市场改革对新能源装机投资的影响。风能和太阳能投

资容量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影响，包括：各省风光资源的限制、现有火电产

能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IRPS）。在图 4-9 中，我们可以看到电改前

后 2020 年和 2030 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容量变化。左边一栏是来自电改前的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新装机容量，右边一栏是来自电改后的新装机容量。红

色柱状表示代表省际可再生能源传输，为了满足 20%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配额制（IRPS）。所有省份都在电改前后积极开发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以满

足 IRPS政策的要求。然而，通过对电力系统投资-调度两阶段优化模型的求

解，我们发现电改后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仅略微增加，增幅不到 1%。这

表明市场化改革前后对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影响不大。 

 

图 4-9 电改前后间歇性新能源装机变化 

此外，在较低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风能是满足 IRPS 标准的首选。

这主要是因为风电的容量系数更高，投资成本也低于与太阳能发电相关的成

本。以山东省为例，只有风电达到其资源限制时才会引导投资太阳能发电。

分析发现，太阳能发电的平准化能源成本（LCOE）为 0.43元/千瓦时，比风

力发电的 LCOE（0.237元/千瓦时）高 55%。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0.237元

/千瓦时）介于现有火电和新装火电之间。电力改革对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

投资影响有限，与不同能源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有很大关系，因此，间歇性新

能源的平准化度电成本降低能够有效推动新能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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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改前后，一旦所有省份都达到了 IRPS 要求（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前后

的渗透率只需要满足 20%的政策约束），就不会再投资多余的风电和光伏发

电机组。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现有火电产能过大或将抑制对间歇性可再生能

源的投资。预计到 2030 年，火电机组可以满足约 90%的负荷需求。而且，

由于各类新能源有效利用水平不同，新能源的平准化度电成本高于现有火电。

以上原因限制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新能源促进作用和低碳环境价值。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IRPS）是法律政策，通过规定在某区域内生产、消

费电力的主体在某段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规定的发

电量即为该主体的可再生能源配额。主体可以通过自身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

或是从其他主体处购买富余的可再生能源，以完成配额指标任务，否则将受

到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或行政惩罚。本章进一步研究政府的低碳政策，如

IRPS，对风光投资的影响（如图 4-10所示）。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省份。

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 CPO 和 CWM 下的变化趋势。同一省份的虚线和实线

几乎重合，表明电力改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有限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

率的增加，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将不断增加，直到达到其资源极限。

结果说明，控制命令型低碳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装机。 

 

 

图 4-10 电改前后风光投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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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节与政策建议 

 本章主要结论 

（1）电力市场改革对于新能源减排价值的直接影响小，而对于各类电

源长期投资的间接影响大。 

电力市场化改革在全国层面降低了新能源减排效益和碳减排风险。随着

各地电力需求的增加，电力市场改革能促进新能源减排效益的提升，但提升

效果不明显。针对间接影响而言，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电力系统的装机结构更

加清洁，传统火电机组的利用效率有所提升，并能够起到促进新能源机组装

机的效果。 

（2）电力部门的体制改革影响了区域新能源碳减排异质性的大小，在

经济调度区域新能源的碳减排异质性增大。 

电改前是根据发电小时数分配额度，决定哪些燃煤机组发电、发多少电。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无论该燃煤机组效率如何，都会按比例失去部分

市场份额，因此，电改前新能源减排价值为临界机组煤耗强度。而根据电改

后拟合结果可知，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燃煤效率较低的机组优先退役，

此时新能源减排价值可以用平均煤强度表示。但对于部分省份而言，当地电

力需求的增加，使得电改呈现出与新能源替代相同的碳减排效益。综上，电

力市场改革后，市场化机制比政府计划指令的系统性更强，造成净负荷与碳

排放的关系可能呈现两阶段线性关系，进而可能改变现行机组运行结构，从

而影响了新能源的碳减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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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市场化改革效果的异质性视角审视低碳能源政策 

（1）现有政策规划针对新能源布局的方案没有考虑电力市场改革对新

能源单位减排能力带来的变化，也没有考虑这种体制变化带来影响的时空、

新能源技术异质性。 

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1月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

“构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并“提升电力市场对高比例新能源

的适应性”。文件明确了“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电力市场进一步改革

的目标和方向。然而，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间歇性新能源碳减排效

益的区域异质性逐渐拉大，使得新能源投资建设不当带来的环境损失更大。

电力市场化改革后降低了新能源的减排效益，会使得每一单位新能源的环境

价值降低，也间接使得电力企业度电生产的碳排放量增高，间接增加了电力

系统总碳排放量。然而，此前的政策方案忽视了电力市场改革对新能源减排

能力的影响。为实现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降低的双重目标，可能导

致中国各省对新能源累计装机总量的需求增大。 

（2）新能源布局相关政策没有考虑电改影响的作用机制。 

2021 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继续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完善电力等能源品种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然而，现有基于目标总量的“粗

线条”体制改革将不可避免的产生新能源投资扭曲和平价上网机制失效现象。

电力市场改革在各省的影响受到当地用电负荷总量和当前电源结构影响，尤

其是在高负荷运行期间，电力市场化改革增加部分省份的煤耗和运营成本，

导致度电成本增加。如果忽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机制，将不利于支撑新

能源等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不利于适应继续全面推进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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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储能调节的新能源投资的低碳环境协同效

益评估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装机比例快速提升，灵活性调节资源日趋紧张，系

统惯量持续下降，新能源消纳与系统稳定问题日益凸显。随着新能源并网比

例的增加，火电机组承担调峰任务逐渐成为常态，但机组长期以较低负荷状

态运行会导致能耗较高、经济性较差。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新能源装机配套

储能机制下，开启基于负荷变动的储能容量增长机制，替代火电机组由于提

供调峰服务而产生的经济、环境损失。 

2020 年 8 月，《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积极探索“风光水火储一体化”、

“源网荷储一体化”实施路径，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

2020 年中国各省市出台多项新能源配置储能政策，旨在推动电储能产业发

展。现有研究表明，合理配置储能能够有效平抑波动，提高电能质量以及提

升电网整体稳定性，同时还能提高新能源消纳率，因此需要对储能配置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 

储能可应用于发电端，例如新能源+储能可以平滑新能源发电的波动，

提高风光电能质量。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于储能物理运行特性对系统安全稳定

性的影响，而忽略了储能投资的经济环境价值，以及与新能源投资的协同环

境价值。本章将探讨如何通过储能技术的应用，促进电力系统低碳转型。我

们将采用储能嵌入的电力系统调度模型，评估储能技术的应用对新能源投资

和低碳环境协同效益的影响。我们将研究如何布局储能系统，以进一步提高

新能源的减排效益。通过本章的研究，我们将为能源转型领域的专家和决策

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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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储能嵌入电网的新能源碳减排效益评估模型 

针对考虑新能源资源禀赋与当地负荷不匹配的含储能电网经济调度问

题，本章提出一种储能嵌入电网的新能源碳减排效益评估模型。在模型中使

用储能资源缓解弃风和切负荷问题，并优化储能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实现新

能源碳减排效益最大化。此外，本章还定义了反应储能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

指标。综述，本章基于全国各省级电网实际数据，分析了储能对于新能源减

排效应的影响；从系统运行成本和碳排放成本的角度，分析储能经济和环境

价值的时空异质性。 

据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新型储能在 2025 年、2030 年、2060 年分别达

到达 30GW、100GW、300GW[164]。充放电速率是按照储能容量的 1/4计算，

平均 4小时充满[165]。基于容量上限，本章设计三种储能投资情景，分别是：

100GWh、300GWh、1000GWh，以此分析改变储能投资力度对于新能源减

排效益的影响，及其自身的低碳环境价值的区域异质性。此外，本报告还进

一步探讨碳税对储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以及储能技术在碳排放减少

和电力系统优化方面的潜在贡献。研究的碳税在 0-2000元/吨 CO2的范围内

波动。 

如图 5-1所示，假设电力系统中有𝑁台火电发电机。对于每个发电机𝑖，

𝑔!,'表示在𝑡小时的发电量，𝑐!是其燃料成本率，𝑒!是其碳排放率，𝐶<是碳排放

税。𝑊'和𝑃'分别表示𝑡小时内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𝐻'和𝑁'表示𝑡小时水力

和核能发电量。假设储能设备参与市场，在𝑡小时与电网的能量交换为𝑦'。如

果𝑦'为负值，则表示储能设备正在向电网放电，如果𝑦'为正值，则表示储能

设备正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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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储能嵌入电力系统建模框架 

以电力系统运行总成本最小作为目标函数计算最优储能容量配置。运行

总成本由燃料成本和碳排放成本两部分组成。Equation Section (Next) 

  (5-1) 

每台发电机的发电能力范围，如约束(5-2)所示： 

  (5-2) 

其中， 是发电机𝑖的发电能力上限。 

考虑储能嵌入电网后，t小时内功率平衡方程如下： 

  (5-3) 

𝑤'，𝑝'，ℎ'代表电网中可利用的能源风电、光伏发电和水电核电，均有

最大发电功率限制，如(5-4)所示： 

  (5-4) 

此外，实时电价是火电发电机的边际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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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𝑡) = max
D!,#JF

𝑐! + 𝐶<𝑒!   (5-5) 

储能嵌入系统包含充电、储存和放电三个工艺过程。在单位时间𝑡中，

用𝑆'表示储存的电量。储能模型描述如下： 

 𝑆' − 𝑆'/K = 𝑎' (5-6) 

 𝑦' = 𝛹(𝑎') = V𝑎'/𝛾K, 𝑎' ≥ 0
𝑎'𝛾L, 𝑎' < 0  (5-7) 

 0 ≤ 𝑆' ≤ 𝑆M2N (5-8) 

 −𝛥K ≤ 𝑎' ≤ 𝛥L (5-9) 

𝑎'为单位小时𝑡储存能量的变化量，𝛾K和𝛾L分别为充电效率和放电效率。

𝑦'是储能装置和电网之间实际交换的能量。𝑆M2N表示储能存储的容量。 

根据上述调度模型，求解得到满足每一时刻电力需求的火电发电量𝑔!,'∗ ，

即第𝑖台火电机组在第𝑡小时的发电量。那么，𝑡时刻的总的碳排放量和燃料成

本分别为： 

 𝐸P2GQ"#,'(𝑦') = ∑ 𝑔!,'∗#
!RK 𝑒! (5-10) 

 𝐸$I1(,'(𝑦') = ∑ 𝑔!,'∗#
!RK 𝑐! (5-11) 

{𝑎K, 𝑎L, 𝑎S. . . , 𝑎*}是储能系统的充、放电策略，决定了储能的经济和环境

价值。电网储能的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分别由碳排放量变化值和燃料的变化

值决定。 

 𝐵!"#$%&"𝑎',),..,+$ = ∑ 𝐸!"#$%&,,+
,-' (0) − ∑ 𝐸!"#$%&,,+

,-' "𝛹(𝑎,)$ (5-12) 

 𝐵.!%&%/0!"𝑎',),..,+$ = ∑ 𝐸12.3,,+
,-' (0) − ∑ 𝐸12.3,,+

,-' "𝛹(𝑎,)$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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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储能对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影响 

 储能投资增加了新能源碳减排效益 

如图 5-2所示，储能容量由 300GWh 增加至 1000GWh 时，能够提升新

能源的减排效益，分别减少 3100万吨二氧化碳和 1.55亿吨二氧化碳。新能

源渗透率大幅提升也增加了电力系统的不确定性，火电机组作为系统中主要

的调峰、调频机组，碳减排压力剧增。储能作为优质的灵活性资源，能够参

与系统调峰、调频，能有效提升系统应对间歇性新能源发电不确定性的能力。

因此，利用储能替代传统火电机组配合新能源场站参与调峰和调频，能够平

抑场站出力波动、提升新能源可调度能力和碳减排效益。 

储能在各省中调峰、调频能力存在差异，各省新能源碳减排效益提升的

幅度不同。当储能容量为 300GWh 时，山东、新疆的碳减排量增加的最多，

分别增加了 1270万吨、319万吨。而福建、甘肃、广东等省份未发现明显的

碳减排量增加的趋势。当储能容量为 1000GWh 时，山东、新疆的碳减排量

增加的最多，分别增加了 6199万吨、1898万吨。此外，福建、甘肃、广东

等省份未发现明显的碳减排量增加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伴随着储能的嵌

入，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区域异质性增大。 

储能对新能源减排效益影响存在地区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当

地火电机组煤耗强度的差异性是一个重要因素。火电机组煤耗强度差异大的

地区，储能投资能够促进新能源的投资与应用。其次，各省电源结构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可再生能源比例较高的地区，净需求波动较小，储能投资对于

新能源有效利用率的提升力度有限，因而对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影响较小。

具体而言。福建、甘肃等地火电机组差异较小，储能嵌入的模型对机组组合

影响为 0；而对于云南、西藏、青海、内蒙古这样的省份，风光在内的可再

生能源比例较高，可以满足当地电力需求，不再需要储能调度，因此呈现出

无差异的新能源减排效益。因此，在进行储能规划和实施时，需要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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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火电机组煤耗强度和电源结构等因素，以便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储

能方案。 

 

 
图 5-2 储能容量对新能源的减排效益影响 

 
图 5-3 储能容量对新能源的环境协同减排效益的影响 

基于第二章测算得到的新能源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协同减排关

系，通过等比例转换分析储能的加入对新能源环境协同减排效益的影响。

300GWh 的储能的加入使得新能源的环境减排效益增加，分别增加 SO2、

NOx 和 PM2.5 的减排量为 4012吨，2583吨和 1115吨。1000GWh 的储能的

加入使得新能源的环境减排效益增加，分别增加 SO2、NOx 和 PM2.5 的减

排量为 19762 吨，12724 吨和 5494 吨。储能投资对于各省的低碳环境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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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效益存在差异。当储能容量为 300GWh 时，山东、新疆的环境减排效益

增加的最多，分别增加了 1617吨 SO2、407吨 SO2；1041吨 NOx、262吨

NOx；450吨 PM2.5、113吨 PM2.5。 

 基于供需匹配性的储能需求量化 

新能源装机的增加，对储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上节结果表明增加储能

投资规模能够提升新能源的碳减排效益。本节进一步探究不同种类储能装置

对这一促进效果的影响。在满足 100%新能源供应情景下，基于新能源供电

与需求最小不匹配度时风光装机组合方案，研究每个省对储能设备的需求，

进一步探究不同储能类型对新能源发电消纳的影响。 

如图 5-4所示，X轴表示储能装置的充放电功率；Y轴表示储能装置的

总容量；2条曲线封闭的区域表示有效储能区，颜色深浅表示 100% 新能源

供电背景下电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系数，颜色越绿表示电力供给与需求越匹

配；反之亦然。结果发现：青海地区的绿色面积较少，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

储能才能满足零碳需求。相比之下，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更容易达到零碳

阶段。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工业体系完善，24小时都有工厂开工，

整体电力负荷大且需求稳定。因此，一般不需要新建大比例的储能设施，也

更容易实现零碳目标。综上所述，不同地区的电力需求和资源分布都会影响

到实现零碳目标的难易程度。 

此外，各省对储能种类和储能属性的要求存在差异。比较吉林和福建，

发现：吉林虽然更难达到平衡（红色面积大），但是储能区对 X 轴要求更

少；对应的，福建在四个图中的 Y轴要求最小。图中，X轴表示储能装置的

充放电功率，Y轴表示储能装置的总容量；也就是说，吉林需要容量更大的

储能装置，福建需要充、放电更快的储能装置，因而建议吉林使用储氢、福

建利用压缩空气等储能设施。 

根据我们定义的有效储能区，得到各省最佳的储能容量和储能时长，以

地图的形式表现为图 5-5。中国需要 722 太瓦的储能来消除各地新能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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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负荷的时间不匹配问题，而 2022 年中国储能的装机容量仅为 1太瓦，仍需

要投资建设大量的储能设备。此外，考虑到可再生资源资源禀赋、土地可用性、

安装密度以及多重地理因素，区域储能容量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如

山东、河北、江苏和广东等省份，需要更大容量的储能设备来消除新能源和

负荷之间的不匹配性。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的储能容量为 46.17 ~ 79.18 

太瓦的储能。而内蒙古、云南和黑龙江等新能源较多的省份，则需要配置能

够存储更长时间电力的储能装置，以便在需要时释放电力，即西藏、海南、

宁夏等电力负荷较小的省份，仅需要 1.13、3.36、9.18太瓦的储能。 

如图 5-5所示，所有省份的储能持续时间最大范围超过 230小时，这表明

各地电网存在较大的季节性时间错配，发展长储存市场的储能技术势在必行。

除内蒙古外，所有省份的最低储能小时数在 18.6 - 45.1小时之间。内蒙古对储

能时长的需求最高(68.3-1600小时)，这与其时间错配程度低有关。而中南部省

份对储能时长的要求最短，这就需要应用昂贵的短期储能技术。这些地区由于

电力负荷的复杂性和可再生能源输出的波动性，存在更大的不匹配需要消除，导

致对储能时长的要求更加严格。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需要相对较短的蓄能时间

和较大的蓄能容量，因此建设蓄能系统以消除时间不匹配需要巨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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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储能对 100%新能源供需不匹配度的影响 

 

North China Northeast China East China South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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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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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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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最佳的储能容量和时长分布 （颜色表示所需的最大能量储存时间。气泡的大小代

表最佳的能量储存能力。） 

 

5.3 储能投资的经济环境价值 

 已建储能容量的双红利效益 

如图 5-6所示，2016 年，电力系统中 89.4GWh 的储能可以带来 863万

吨的碳减排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0.3%，约等于匈牙利一年的总碳排放量。

此外，储能同时也能带来 481.08 亿元的经济价值，因此储能对中国的电力

系统具有双重红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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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碳中和情境下的储能的环境协同价值 

 

储能的双红利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可分为以下五类。 

首先，对于类型 1 中的 15个省份，储能的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成正比。

这些省份的机组主要是燃煤机组。当需求量大时，电力系统需要调度成本较

高的燃煤机组，而这又会产生较大的碳排放。通过储能的削峰填谷作用，成

本较高的燃煤机组的利用率降低，成本较低的燃煤机组的利用率提高，因此

整个电力系统的燃料成本降低。对于燃煤机组，燃料成本与碳排放成正比。

因此，储能的加入带来了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双重红利。特别是，四川省

水电资源丰富，西藏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在这两个省份，储能可以通

过吸收多余的清洁能源，减少需求高峰期燃煤机组的输出，从而降低电力系

统的燃料成本和碳排放量。 

其次，对于类型 2 的 5 个省份，储能替代了燃气机组，降低了发电成

本，减少了碳排放量，也表现出双重红利效应。这些省份的机组主要是燃煤

机组和天然气机组。与燃煤机组相比，天然气机组的成本更高，排放更低。

此外，这些省份的需求量大，除了调度燃煤机组发电外，还需要调度大量的

天然气机组在需求高峰期发电。通过储能的削峰填谷作用，减少了高成本天

然气机组的发电量，从而降低电力系统的燃料成本。对于天然气机组来说，

燃料成本与排放成正比。因此，储能也减少了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实现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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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红利的效果。由于天然气机组的碳排放较少，与类型 1 相比，储能带来的

环境价值较少。 

对于类型 3 的 8个省份，储能投资没有发挥出经济和环境价值。这些省

份的机组主要是燃煤机组，并且不同燃煤机组间煤耗水平差异很小。虽然储

能仍然可以实现削峰填谷，但储能也有一定的能量损失。储能的能量损失大

于燃料成本的节约。目前，这些省份在使用储能后没有降低运行成本。因此，

储能投资在这些省份不会带来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 

对于类型 4 中的省份，储能在海南省带来了经济价值，但却增加了电力

系统碳排放。海南省的机组由燃煤机组和天然气机组组成。海南省的电力需

求量在燃煤机组容量上限以上，在高负荷小时需要调用天然气机组。也就是

说，当需求低时，燃煤机组可以满足需求。这时，利用储能削峰填谷能够减

少高成本天然气机组的使用，从而降低了电力系统的燃料成本。然而，低负

荷小时增加的燃煤机组会增加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因此，海南省投资储能建

设不同时具备经济和环境价值。 

最后，对于类型 5 的云南省而言，储能无法发挥经济和环境价值。云南

省是一个水电资源丰富而需求较少的省份。如果云南省的省级电网能够吸收

丰富的水电资源，云南省的水电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利用储

能进行充电和放电，不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和环境价值。 

 

 储能双重红利效益的时空异质性 

随着新能源发电的增加，储能在省际间表现出差异化的双红利效益。首

先，在七个省份（安徽、贵州、黑龙江、湖南、内蒙古、陕西、山东）中，

储能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都在增加，双重红利效应增强。以安徽省为例，

在 2060 年前，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电力系统的波动性不断加大，储能

投资的经济价值将从 1950万元增加到 3.63亿元。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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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电力系统的净需求减少，火电机组发电量减少。这些区域将调用经济

效率更高的火电机组满足电力净需求，因而产生了更高的经济价值。储能可

以在可再生能源高峰时充电，在需求高峰时放电，减少火电机组的发电量，

因此形成更多的环境价值。其次，在四个省份（广东、海南、青海、西藏）

中，储能的经济价值持续下降。以广东为例，储能的经济价值从 15.6亿下降

到 2.72亿。随着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增加，在这些省份，储能可以将多余的可

再生能源转移到需求高峰期，进行削峰填谷，降低了火电机组出力而产生的

碳排放。与此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加，净需求逐渐减少，并且这

些地区火电机组间的差异较小，因而储能的经济价值逐年降低。 

储能投资在部分省份呈现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先增后减的趋势。以北京

为例，到 2040 年，储能的经济和环境价值将分别增加到 3.33亿元和 46.5万

吨。到 2060 年，储能的经济和环境价值降低到 2.51亿元和 34.5万吨。在这

些省份，随着碳达峰进程的推进和 2040 年前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增加，电力

系统的波动性持续加大，净需求为负的时期越来越多，即不需要火电机组的

时期越来越多。这就为储能的运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随着碳中和进程的不

断推进，新能源的发电量满足当地电力需求，火电机组的发电时间越来越少。

此时，虽然储能可以减少电力系统燃料成本，但是其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逐

年降低。 

此外，储能投资在云南省的经济和环境价值一直是零。这是因为云南省

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伴随着能源转型，云南省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云南

省的所有电力需求。储能投资则没有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 

从空间分布来看，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推进，全国储能产生双红

利的省份数量逐渐减少。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部分省份的需求，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储能的经济和环境价值。从区域分布来看，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中

心逐渐向华东、南方、华北区域转移。针对净需求波动较大的区域，机组煤

耗水平差异更大，因而储能投资进行调峰调频后产生的经济和环境价值更大。

而在其他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大幅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储能的经济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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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价值。即新能源的发电量满足当地电力需求，火电机组的发电时间越来越

少。此时，虽然储能可以减少电力系统燃料成本，但是其经济价值和环境价

值是削减的。 

 

 

图 5-7储能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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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储能的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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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税对储能经济环境价值的潜在影响 

随着我国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和启动，国家发改委提出了搭建以发电行业

为突破口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电力系统调度中，碳价变化将影响发

电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电力系统机组组合优化方案，进而影响电价。

考虑到碳市场的影响，本节将引入碳税的概念，分析碳税对储能投资及其经

济、环境价值的影响，并在 2020 年情景下进行分析。 

如图 5-9所示，当碳税从 0变化到 2000元/吨二氧化碳时，储能的经济

价值从 48.8亿元下降到 30.8亿元；储能的环境价值从 860万吨增加到 1390

万吨。这表明碳税的提高对于电力系统的经济价值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

时也能够形成更多的环境价值。 

碳税一种通过增加碳排主体的机会成本，从而促进其减少碳排放的市场

调节手段。随着碳税的增加，在储能嵌入的电力系统优化调度中优化储能投

资方案，在低负荷时期存储电力，在高负荷时期释放电力，降低电力系统碳

排放，从而形成更高的环境价值。未来，在碳税政策的推动下，储能的环境

价值会更加凸显。研究还发现，碳税的提高会对储能的经济价值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差异化补贴政策和技术创新来弥补。 

 
图 5-9 碳税变动下储能的的双重红利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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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节与政策建议 

 本章主要结论 

（1）储能对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价值的影响存在非常强烈的区域

异质性。 

随着储能容量的增加，储能技术对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促进作用逐渐增

强。储能容量由 300GWh 增加至 1000GWh 时，能够提升新能源的减排效益，

分别减少 3100万吨二氧化碳和 1.55亿吨二氧化碳。不同省份储能在新能源

低碳环境协同减排效益方面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山东、新疆、黑龙江

等地表现最优。此外，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且电力需求较高的省份，储能

投资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但对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电力需求较低

的省份，储能投资的经济和环境价值无法体现。而对于天然气机组占比较低、

煤电机组占比较高的省份，投资储能也难以触发经济和环境价值。 

（2）储能在提升新能源碳减排价值的同时，还在降低整个能源系统的

经济成本。 

对于已建成的储能装置而言，电力系统中现存的 89.4GWh 的储能可以

带来 863 万吨的碳减排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0.3%。此外，储能同时也能

带来 481.08 亿元的经济价值，因此，储能对中国的电力系统具有双重红利

效应。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电力系统的净需求减少，火电机组发电量减

少。这些区域将会调用经济效率更高的火电机组满足电力净需求，因而产生

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3）储能对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价值提升之外，还具有直接减污

降碳的作用。 

为了提升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碳减排效益，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面

向新能源高渗透系统的储能投资效果评估模型，分析了储能对于新能源减排

效益的影响及其自身的直接减污降碳的作用。对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提升，

利用储能削峰填谷能够减少高污染煤电机组的使用，从而降低电力系统的大



 

 105 

气污染物排放。300GWh 的储能的加入分别降低 SO2、NOx 和 PM2.5 的排

放量为 4012吨，2583吨和 1115吨。1000GWh 的储能的加入降低 SO2、NOx

和 PM2.5 的排放量为 19762吨，12724吨和 5494吨。 

 

 储能价值异质性视角下重新审视储能支持政策 

（1）目前政策包含促进储能发展的鼓励机制，却缺乏对其实际环境价

值的鼓励政策。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

实施方案》提到，研究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研究合理的成本分摊和疏导

机制。然而，现有政策中缺乏按“效果付费”的储能发展的补偿机制，不利

于推进储能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市场和电力现货市场。若不将储能投资的成

本纳入输配电价，将不利于储能设施投资的成本回收。 

此外，回顾“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国内政策补贴方向主要为风光装

机及新能源汽车，风光及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在补贴的帮助下迅速崛起。对于

储能领域，尽管国内也出台了较多支持的政策，但考虑储能环境价值的补贴

型政策及支持力度仍然不足。展望“十四五”，需要完善储能电站容量电价

机制，逐步推动储能电站参与电力市场。根据储能投资的经济和环境价值在

不同电网中的表现，来制定差异化的补贴额度。 

（2）储能的投资布局，仍未考虑它对新能源碳减排价值影响的空间异

质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

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储能技术装备示范应用支持政策逐渐完善，各地正

积极推动加大储能投资的支持力度。然而，对储能项目投资建设、并网调度、

运行考核等方面，忽视了储能削谷填峰的经济环境价值，以及它对新能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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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环境协同减排效益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这样一来，会减少各省采用储能

技术减少接入电力系统的新能源增容投资的动力，不利于发挥储能在减少电

网基础设施投资上的积极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中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具有集中开发技术经济优势，积极开发并

充分利用各省风电与光伏发电，是中国实施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国清洁能源战略具有重大意义。考虑中国各省在新

能源禀赋、电力结构和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层面的差异，构建新能

源低碳环境协同效益评估模型，分析中国各省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效益，

及其时空变化特征；搭建经济调度模型，探究新能源在各省的最优装机规模；

搭建不确定环境下新能源碳减排风险评估模型，识别新能源分种类、分阶段、

分区域的碳减排风险；对比电力市场改革前后电力市场调度模型，评估新能

源的低碳环境效益及其碳减排风险变化；构建储能嵌入的电力系统电力调度

模型，厘清储能对于新能源低碳效益的影响，并阐明储能自身的经济和环境

价值。结果发现： 

（1）由于忽视新能源巨大的异质性，导致目前的风光规划存在两种错配，

即空间和结构层面的错配；空间和电源结构的错配削弱了新能源的低

碳环境协同减排能力。 

风电投资空间错配严重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北、福建、广东和甘肃等，

在现有规划[143]中增加内蒙古和河北的新能源装机，减少福建、广东和甘肃

等地的风电机组；光伏投资空间错配严重的省份包括云南、新疆、青海、广

东等，即在现有规划[143]中增加云南、新疆等地的光伏发电机组，减少内蒙

古、四川等地的光伏发电机组。电源结构错配的较严重的省份包括四川、云

南、内蒙古、黑龙江，其中风电错配的比例达到 67%，60%，37%、31%。

余下十分之一的省份的电源结构错配比例超过 20%。应调整这些地区的电

源结构，增加风电机组投资力度；光伏装机占比不足的省份，包括福建、重

庆和江西，应增加这些地区的光伏发电机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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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预计 2030 年，新能源装机的空间和结构错配缓解能够实现约 2.3

亿吨的额外碳减排，占中国电力系统 2030 年碳排放量的 5%。其中，结构错

配缓解实现额外碳减排约 0.3亿吨，空间错配缓解实现额外碳减排约 2亿吨。

值得注意的是，错配的缓解仍能通过省际间输电网络的优化，本研究没考虑

省间交换结构优化后新能源的碳减排能力，将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2）新能源碳减排整体风险水平低，但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由于中国各

省的新能源碳减排不确定性存在差异，碳达峰后的整体下降趋势并不

会是平滑的、反而有可能经历上升下降的起伏阶段；碳减排不确定风

险的省间差异巨大，体现了各省碳减排目标实现具有差异化的不确定

风险。 

随着间歇性新能源在电源结构中比例的增加，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由

2020 年的 2%，增长到 2030 年的 7%。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波动

性和间歇性，使得风电、光伏发电的碳减排量处于 16.43亿吨到 17.66亿吨

之间。在 2030 年前达到 7%，这一不确定风险就影响中国碳达峰的总量，即

由于新能源发电波动，导致电力部门碳排放峰值在到 43.41亿吨到 46.45亿

吨区间内。因此，若不考虑省间新能源碳减排风险的相似性（波动同步性），

可能低估了全国碳减排风险。需厘清新能源发电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碳减排风

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省际间风电碳减排风险与新能源发电量之间呈现倒 U 形关系。随着风

电渗透率的提升，各省碳减排风险率上升，且省际间减排风险的差距逐渐增

大。2020 年各省风险率在 1%-28%区间内，2030 年在 3-44%区间内。随着光

伏发电渗透率的提升，省际间减排风险的差距也逐渐增大。2020 年各省风

险率在 1%-32%区间内，2030 年在 2%-94%区间内。面对间歇性新能源的碳

减排风险的区域异质性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间歇性新能源发电

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存在地区差异性以及间歇性新能源发电与当地负荷的匹

配度，即对新能源发电不足的适应度和稳健性。 



 

 109 

对于低比例新能源渗透情景下，火电占比较高的省份的新能源减排目标

实现的不确定风险小，然而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这些省份新能源碳减

排风险逐渐增加，因此碳减排目标实现的不确定风险增加。而对于清洁能源

发电比例高的省份，新能源碳减排的波动性较高，实现其碳减排指标的不确

定风险也较高。在极端情况下，就容易出现拉闸限电、限产停产等不合理现

象。 

（3）电力市场改革对于新能源减排价值的直接影响小，而对于各类电源长

期投资的间接影响大；电力部门的体制改革影响了区域新能源碳减排

异质性的大小，在经济调度区域新能源的碳减排异质性增大。 

电力市场化改革在全国层面降低了约 4%的新能源减排效益，即随着新

能源渗透率的提高，到 2030 年，电改后新能源碳减排量将从 18亿吨下降到

17 亿吨。电改对新能源减排效益的降低作用可能会增加我国电力系统低碳

转型进程中新能源的投资需求。不难发现，电力市场化改革也间接影响我国

电源结构和新增装机，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电力系统的装机结构更加清洁，传

统火电机组的利用效率有所提升，并能够起到促进新能源机组装机的效果，

缓解电改对新能源减排效益直接影响的负面作用。 

电力部门的体制改革影响了区域新能源碳减排异质性的大小，在经济调

度区域新能源的碳减排异质性增大。电改前是根据发电小时数分配额度，决

定哪些燃煤机组发电、发多少电。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无论该燃煤机

组效率如何，都会按比例失去部分市场份额，因此，电改前新能源减排价值

为临界机组煤耗强度。而根据电改后拟合结果可知，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

升，燃煤效率较低的机组优先退役，此时新能源减排价值可以用平均煤强度

表示。但对于部分省份而言，当地电力需求的增加，使得电改呈现出与新能

源替代相同的碳减排效益。综上，电力市场改革后，市场化机制比政府计划

指令的系统性更强，造成净负荷与碳排放的关系可能呈现两阶段线性关系，

进而可能改变现行机组运行结构，从而影响了新能源的碳减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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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能对新能源具有协同减排的积极作用；储能对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

减排价值的影响存在非常强烈的区域异质性；储能在提升新能源碳减

排价值的同时，还在降低整个能源系统的经济成本。 

随着储能容量的增加，储能技术对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促进作用逐渐增

强。储能容量由 300GWh 增加至 1000GWh 时，能够提升新能源的减排效益，

分别减少 3100万吨二氧化碳和 1.55亿吨二氧化碳。 

不同省份储能在新能源低碳环境协同减排效益方面的促进作用存在差

异，其中山东、新疆、黑龙江等地表现最优。当储能容量为 300GWh 时，山

东、新疆的碳减排量增加的最多，分别增加了 1270 万吨、319 万吨。而福

建、甘肃、广东等省份未发现明显的碳减排量增加的趋势。当储能容量为

1000GWh 时，山东、新疆的碳减排量增加的最多，分别增加了 6199 万吨、

1898万吨。此外，福建、甘肃、广东等省份未发现明显的碳减排量增加的趋

势。这一结果表明，伴随着储能的嵌入，新能源碳减排效益的区域异质性增

大。 

此外，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且电力需求较高的省份，储能投资具有经

济和环境双重效益。但对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电力需求较低的省份，储

能投资的经济和环境价值无法体现。而对于天然气机组占比较低、煤电机组

占比较高的省份，投资储能也难以触发经济和环境价值。 

对于已建成的储能装置而言，电力系统中现存的 89.4GWh 的储能可以

带来 863 万吨的碳减排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0.3%。此外，储能同时也能

带来 481.08 亿元的经济价值，因此，储能对中国的电力系统具有双重红利

效应。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电力系统的净需求减少，火电机组发电量减

少。这些区域将会调用经济效率更高的火电机组满足电力净需求，因而产生

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面向新能源高渗透系统的储能投资效果评估模型，分

析了储能对于新能源减排效益的影响及其自身的直接减污降碳的作用。

300GWh 的储能的加入分别降低 SO2、NOx 和 PM2.5 的排放量为 4012吨，

2583吨和 1115吨。1000GWh 的储能的加入降低 SO2、NOx 和 PM2.5 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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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为 19762吨，12724吨和 5494吨。因此，对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提升，

利用储能削峰填谷能够减少高污染煤电机组的使用，从而降低电力系统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 

 

6.2  政策建议 

加快构建基于差异化的新能源低碳环境减排能力的低碳战略和政策体

系，确保新型电力系统供应安全底线、支撑低碳转型。 

 深入推进比例精准化管理 

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省新能源投资的管理工作机制，在不同省份、不同新

能源装机总量下，精准规划风电和光伏装机比例。加快形成碳减排最优的各

省电源结构，使得各地新增新能源装机适应当地用电负荷，确保新增装机有

效转换为实际的减排效益。 

形成基于夏普利值分解的风光互补价值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风、光相

互促进环境价值的激励政策。风电、光伏的比例，决定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互相促进碳减排和协同环境效益。本研究发现，风电的持续长发电时间

和光伏的高效替代低效煤电能相互补充提升风、光的环境价值。然而，目前

缺乏体现互补价值的政策机制，这造成了缺乏机制鼓励风、光形成最优的比

例。因此，基于夏普利值分解、形成对风、光互补的交叉补贴或匹配市场机

制非常有必要，是比例精准化管理的重要政策。 

 健全异质化规划和激励制度 

结合新能源低碳环境减排效益差异化结果，开展异质化规划和激励制度

的制定修订，将新能源环境价值和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价值作为激励信号，建

立健全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激励制度体系。本研究的结论揭示出，对风、光

的环境价值体现，不应简单的用单一化的补贴、绿证涵盖不同地区、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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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和光伏。相反，应当在风、光“平价上网”的同时，构建与新能源实际

减排贡献相挂钩的鼓励机制。本研究建议： 

（1）根本上改革国家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明确绿证对应碳

减排和协同环境价值、互补价值，体现出不同地区、时间和比例的风、光减

排价值异质性。基于风、光异质性属性，绿证具有非同质化通证（non fungible 

token，NFT）属性，有必要重新设计更精准的市场机制组织作为 NFT 的绿

证的交易，充分发挥绿证 NFT 体系本应具备的风、光资产异质性市场定价

功能。 

（2）多维化风、光环境价值的定价和支付机制。本研究发现风、光在

不同地区的协同减排能力差异大。因此，单一的运用绿证、补贴实质上扭曲

了对具有减排不同污染物能力新能源的价格信号。光靠平价上网的电价，则

无法体现新能源的环境贡献。因此，有必要形成体现省际差异化的、风光减

污降碳的环境价值定价矩阵。 

（3）在新能源投资的全过程深入落实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目

标，将新能源的低碳环境协同减排能力作为新能源空间、结构规划布局等环

节的重要门槛指标。在风光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按千万千瓦级组织建设风光大

基地项目的同时，鼓励加快资源禀赋不高、但减排效益较高的省份的分布式

新能源机组建设，形成多样化能源供应、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完善风险异质性管理制度 

全面改革碳减排指标层级分解体系，扬弃对地方政府的减排指标分解和

年度考核制度。本研究发现，省际年度碳排放不确定性风险大，沿用传统的

指标分解、年度考核制度，不仅不符合新能源间歇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也

会造成拉闸限电导致重大经济和民生风险的后果。因此，要彻底改革碳减排

指标分解体系，区分风、光不确定性引起的碳减排能力不足和可控因素造成

的碳减排能力不足，允许辖区内电力部门短时间（月度、季度）内因新能源

发电不足而导致无法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事件发生。针对减排工作责任分配额

度高、但减排不确定性风险大的区域，提供灵活性的碳减排指标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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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峰后碳排放的下降趋势为指标，而非以达峰后碳排放量的下降范围，考

核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 

在风光基地建设初期，将新能源资源禀赋和碳减排风险纳入考虑范畴，

平衡好新能源投资布局的环境价值和不确定风险，完善省际能源交互和储能

配套方案。完善省际能源交互方案，平衡好绿电传输的经济性和环境价值，

保障绿电外送的合理收益。针对当地煤价高、新能源减排风险较高的电力外

送省份，制定新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和绿证交易机制，保障绿电外送的合理收

益。 

对电力市场、碳市场、绿证市场制定风险管理机制，防范风、光间歇性

造成的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碳许可供给不足造成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金融风险。

设计机制，熔断风、光不确定性传导为电力、碳、绿证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和

其他金融风险的链条。 

 完善源网荷储贡献分解机制 

基于碳减排价值链分析，形成源、网、荷、储辅助新能源环境价值提升

的激励机制。通过对储能影响风、光环境协同价值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源、

网、荷、储的技术、运营、投资会对风、光环境协同价值产生显著影响。然

而，目前缺乏对这些影响的定价机制。这对储能、绿色调度、需求侧管理等

来说，都缺乏足够激励，带来了扭曲。因此，有必要在本研究的方法基础上，

形成基于碳减排价值链的源、网、荷、储辅助新能源环境价值提升的激励机

制，形成用提升环境价值鼓励新能源和储能配套的补贴、灵活响应服务市场

等经济信号形成模式。 

将辅助新能源的环境价值纳入储能需求侧规划、管理等政策制定中。研

究源网荷储协调优化调度的优化模型，识别区域（省）级关于新能源减排价

值以及不同储能技术的调峰空间和调峰成本的差异性。对于风光禀赋多，但

不具备风光消纳能力的省份，重点布局一批配置新型储能的新能源电站，保

障新能源高效消纳利用，同时提升新能源的有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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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应对体制改革的适应性政策 

针对电力市场化改革建立更鲁棒的新能源规划，综合考虑电力市场改革

能对新能源减排效益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侧重于

新能源环境价值稳健和扩张地区的新能源投资，降低电改对新能源减排能力

的负面冲击、放大电改对新能源减排的正面辅助作用。 

对风、光发电技术，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动态碳排放和环境价值核

算体系，特别是动态的源、网、荷、储辅助新能源环境价值提升的激励机制。

本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主要通过间接机制影响新能源的环境价值，而直接改

变源、网、荷、储辅助技术的工作机制。因此，碳排放和环境价值核算体系

必须随着电改进程动态调整。 

构建市场化的省间新能源碳减排风险分摊机制。本研究发现，新能源碳

减排风险具有区域异质性、负相关性。因此，有必要构建省际新能源和风险

分摊市场机制，辅助各省管理年度碳减排风险。在巩固各省在现货市场和辅

助服务市场等短周期交易方面的基础，进一步形成跨省跨区灵活调度和交易

模式，降低区域新能源间歇性带来的碳减排风险。 

 

6.3 研究展望 

本研究分析了间歇性新能源低碳及环境协同效益的时空异质性，未考虑

跨省输电能力对新能源环境协同价值的影响。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不仅能够实

现电能量价值的空间转移，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更重要的是，新能源资源的

跨空间转移将改变其原有的环境价值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将通过分析输

电能力对新能源跨省环境协同价值的影响机制，提出计及环境协同价值的输

电能力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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